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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改革过程中的一项内容，粮食安全

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HLPE）于 2010 年设立，旨在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可

信的、以科学和知识为基础的建议。高专组受粮安委任命的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

其成员为 15 名可持续粮食和营养安全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努力

在科学和公共政策及行动之间创建起一种协作关系，而我则有幸担任该指导委员会

主席。 

粮安委在 2010 年 10 月的会议上曾要求高专组就“土地权属和国际农业投资”

和“价格波动与粮食安全”编写相关报告。这些报告1已在 2011 年 10 月的粮安委会

议上得到详细审议。粮安委对高专组提出的分析意见和建议表示欢迎，其中一些意

见和建议已被纳入粮安委的最终决策中。我们坚信，我们的建议对各成员国政府十

分有用，能被合理纳入各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战略及政策中。我们很高兴看到各利益

相关方正在引用我们的报告内容。 

2010 年 10 月，粮安委还要求高专组就“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以及“社会保

护促进粮食安全”开展研究，这就是今年我们的报告内容。 

--- 

社会保护在过去十年中已快速上升为发展政策议程上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还有

一种明显趋势，将社会保护和粮食安全变成“以权利为基础”，而不是一种随意性

决定。但就社会保护政策和计划的很多基本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法目前尚未达成明确

共识。 

正因为如此，粮安委于 2010 年要求高专组就社会保护开展研究，特别要在充

分考虑各国和各区域不同条件的前提下，通过与粮食和营养安全相关的社会安全网

和生产安全网计划和政策，寻求减轻脆弱性的方法。粮安委还建议在研究中对现有

政策对改善脆弱人口生活状况和应对能力的影响进行一次审查，特别是对小规模

农村生产者、城市和农村贫民以及妇女儿童的影响。粮安委还要求高专组对社会

保护措施的影响和社会保护对改善当地生产及生计和提高营养水平的积极影响做出

报告。 

本报告中包含已由2012年6月6-8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高专组指导委员会

会议批准的各项分析意见和建议。现将本报告提交粮安委。 

                                                      
1  这些报告已公开发布在以下网址：www.fao.org/cfs/cfs-hlpe. 

http://www.fao.org/cfs/cfs-hl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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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组遵循粮安委一致同意的严格的规则行事，以确保整个过程做到科学合

法、可靠、透明和充分利用各类知识。高专组指导委员会十分重视合理的方法，并

严格遵循相关程序2。 

本报告在指导委员会监督下，由指导委员会任命的项目组编写。项目组成员包

括组长 Stephen Devereux（南非）和组员 Wenche Barth Eide（挪威）、 John 

Hoddinott（加拿大）、Nora Lustig（阿根廷）及 Kalanidhi Subbarao（印度）。

Catherine Bertini 教授在 Alain de Janvry 的协助下，担任指导委员会对此项工作监

督的召集人。在此，我谨对所有人和指导委员会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慷慨

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知识，最终完成了本报告的分析和建议。我还要感谢高专组协

调员 Vincent Gitz 和秘书处负责人的辛勤努力和出色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本报

告将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最后，我还要感谢默默参与了开放性电子磋商和匿名

同行评审的所有人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毫无疑问为整个过程

提供了动力，为工作质量提供了保障。 

--- 

过去，社会保护起初出现在家庭层面，失去经济能力或生理能力的某个家庭成

员通常由其他家庭成员负责照顾。这种大家庭体系逐渐被夫妇二人组成的小家庭所

取代。家庭和社区层面缺乏有效的社会保护措施是造成极度穷困的原因之一。既然

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承担起责任，通过合理的社会保护措施来防止贫困所致饥饿的发

生，我们就必须确保在社会安全网计划中遵循“在保证人类尊严的前提下提供必需

食品”这一基本原则。 

本报告强调，为确保所有人在所有时候享有粮食安全，就应该同时关注针对某

一代人的社会保护措施和跨代社会保护措施。跨代社会保护措施有助于消除母亲和

胎儿的营养不良现象，避免因婴儿出生体重过低导致今后出现严重障碍，如认知能

力受损、肥胖和糖尿病。 

各国应设计和实施全面的、具有法律赋权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公民都有机

会过上有生产能力、健康的生活。在确定底线时，一项有用工具就是采用本报告中

介绍的“粮食安全最低标准”。 

在全球层面，粮安委应帮助编制一份《社会保护年度监测报告》，用具体数据

反映各国为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目标，通过以权利为基础和以生命历程为基础的

赋权方式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衡量社会安全网计划影响的指标中，应包含性别审

计。粮安委还应鼓励采取措施，在国家、双边和多边实地计划之间实现协力合作。  

                                                      
2  程序详情参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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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本报告不仅能在今后召开的粮安委会议上鼓励就此议题开展积极讨

论，还能帮助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社会保护措施，通过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

式，在“粮食安全最低标准平台”上抗击饥饿。 

我诚挚感谢粮安委主席 Yaya Olaniran 大使和粮安委主席团和顾问小组全体成

员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M.S. Swaminathan，2012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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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和建议 

粮食不安全既指当前缺乏获得充足食物的能力，也指未来面临缺乏获得充足食

物能力的风险。社会保护指通过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和社会包容等手段解决贫困和

脆弱性的一系列政策工具。 

社会保护在发展政策议程上的地位正在日渐提升。本报告旨在回顾以往实证和

经验，就如何更有效利用社会保护来保障和促进粮食安全提出建议。本报告的基础

是，充足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均为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

实施社会保护政策及计划不仅具有道义和法律上的合理性，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改善

粮食安全状况。 

已陷入贫困的人们很容易遭受饥饿，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无法满足自身的日常

基本需求。他们还非常容易在遭受较小打击时被推向极度贫困、饥饿，甚至早亡。

要想解决与贫困相关的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一项合理的社会保护措施就是为他们

提供与“生计促进”措施相关联的社会援助，以提高其收入。一些目前尚未陷入贫

困但却在未来面临贫困风险的人们也容易遭受饥饿，因为一旦风险变成事实，他们

却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会面临暂时性粮食不安全）。这部分人群需要有效的“社会

安全网”。 

社会保护体系不应该被视为财政系统的“累赘”。设计合理的社会保护干预措

施有利于促进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保护可以通过防止穷人资产耗竭和降

低穷人进行个人投资的风险，成为一种双赢策略：既对穷人有利，又同时促进增长。 

主要观点 

1) 家庭层面遭受贫困与饥饿的脆弱性多数情况下与生计受到威胁相关。如果家

庭由于重复受到冲击导致资产逐渐流失，脆弱性就会加重。社会保护的其中一项作

用就是设置“安全网”，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例如，在危机期间和每年的“饥饿

季”中提供现金或粮食补助或公共建设项目就业机会，防止贫困家庭为购买食物而

被迫抛售自己的生产性资产或让孩子们辍学，导致贫困长期循环。可采用一个生命

历程框架来分析个人的脆弱性和相应的社会保护措施。脆弱性的一个未受到重视的

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持续性、复发性状态，有时呈周期性（如季节性）。 

2) 社会保护包括多种旨在解决人民生活和生计脆弱性的一系列工具：社会保

险，为人们在一生中可能遇到风险和不幸时提供保护；社会援助，通过现金与实物

补助为穷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社会包容，提高边缘化人群的能力，促使他们充分参

与经济、社会生活，获得社会保护等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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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社会保护计划时，切记要区分无劳动能力、需要长期社会援助、难以

从贫困状况中“退出”的“弱势群体”（如年幼的孤儿或贫困老人）和能够从社

会援助与着眼于增长的发展性计划的结合中获益而最终从社会安全网中“退出”

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4) 通过提供补助或公共建设项目就业机会等手段靶向女性的社会补助计划比起

针对男性的计划能对家庭粮食安全产生更理想的效果，因为女性在家庭中是主要的

食物提供者和照料者。因此，食物或现金补助的登记领取人往往是女性，很多公共

建设项目也对性别比例做出了规定。但由于女性经常被迫在自己的生产性角色和生

育子女的角色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设计计划时认真考虑性别问题。  

5) 既然获得食物和社会保护是人人都应享有的人权，并得到各国承认，这就要

求我们更有效、更公平地实施这些人权，特别是一些国家已通过适当的国家立法确

定了这些人权，一些计划中已设立了机制来加强这些人权，使之从一种“施舍”升

级成为一种可上诉至法院的权利。 

6) 导致粮食不安全的各种根源都可以通过一系列合理的社会保护措施得以消

除，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如能将这些措施与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农业推广服务等

其他手段相互结合，就能更加可持续地从长远解决问题。小农的粮食生产活动可以

通过农资补贴得到促进，而收成不好或畜牧生产遭受损失等问题也能够通过农业保

险得到补偿。失业或就业不足等问题则能够通过公共建设项目至少得到暂时性解

决。要解决市场上粮食获得难的问题，可以从需求方入手解决（粮价稳定、物价补

贴），也可以从供应方入手解决（粮食储备的管理）。粮食获得不足的问题可以通

过粮食补助（补充性供餐、学校供餐）或（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补助直接解决。

虽然社会保护主要涉及社会补助，但其中的细分类别表明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多种多

样的。目前，有关这些工具都有充分实证经验可供参考，帮助我们设计和实施一项

全面框架，将几种工具有效结合起来，形成连贯的社会保护体系。 

7) 农资补贴通常能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加强家

庭和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补贴对女农民很有好处，因为她们往往很难获得商业化

方式购买的农资。虽然这方面有一些成功实例，但全国范围的农资补贴计划需要巨

额资金，而且如果针对所有人的话，效果并不理想，但要靶向贫困小农又有难度，

往往有较多好处流入到较富裕农民手中。这将对贸易、市场和环境造成负面的次要

影响。农资补贴政策一旦启动，要想调整或取消就往往存在政治难度。  

8) 在高贫困率、高风险和高保费的情况下，私有部门提供的作物和家畜保险服

务不可能在近期取代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公共部门将在培育此类新兴保险市

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天气指数保险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可以利用的一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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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但在推广此项创新性做法的过程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探索。 

9) 公共建设项目已证明是一项有效工具，能应对协变量冲击（如洪灾和旱

灾），使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保持消费稳定，但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却大相径

庭。成功的项目取得了显著效果，建设或维护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如农村支线道

路），提高了农业产量（如梯田和灌溉项目），从而提高了农村穷人的收入，加强

了他们的粮食安全。对公共建设项目的常见批评意见包括，繁重的体力劳动降低了

以粮食或现金形式发放的工资的净营养价值，无法涵盖女性和劳动能力受限的穷

人，资产往往在项目结束后出现退化，项目中容易滋生腐败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

过仔细谨慎的设计、实施和监测得以解决。 

10) 高企的粮食价格和价格波动性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向

各国政府提出的标准建议是，让国内价格自行调整。然而，由于食物在发展中国家

消费篮中占有相对较大比例，因此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会导致通胀压力，影响贫困

人群和贫困边缘人群中很多人（往往是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

会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情绪。为避免此类后果，各国政府往往采用各种干预措施，

降低国际食品价格对国内食品价格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价格管控、一般性物价补

贴、降低税收及关税、出口限制（从出口税到直接出口禁令）、释放缓冲库存或应

急粮食储备等。高专组题为《价格波动性和粮食安全》的首份报告（高专组，

2011）中已就稳定国内食品价格政策及宏观调控措施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讨论。  

11) 降低一个国家某种主粮价格的直接、非靶向型粮食补贴往往能够提高粮食消

费量，特别是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量。普惠式粮食补贴比起其它政策更容易从政治

上获得接受，也相对更加容易管理。然而，它也有不少弊端。其产生的影响是反向

的，因为通常非穷人的受益大于穷人，同时补贴成本（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如此巨大，使很多国家已经在财政上无法持续，从而挤占其它重要的社会开支。对

主粮实行靶向型补贴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有效的方法，能够为穷人提供收入支

持，确保他们的粮食安全，但要实现准确、低成本高效率的靶向仍是一项挑战。 

12) 粮食储备管理是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粮食安全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历

了一段复杂、艰难的历史后，其作用已大大降低，因为储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成本

高、效率低的机制。然而，在 2007/08 年粮价飞涨过程中，很多国家的确采用了释

放公共粮食库存的方法。国家粮食储备能确保随时准备好应急粮援，粮食储备管理

还能成为对保障国家和家庭粮食安全的其它社会保护工具的一种补充。粮食储备的

合理形式、水平及资金来源应谨慎规划，对储备的采购、储藏和释放也应该坚持做

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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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校供餐计划具有双重目的：降低饥饿发生率，加强粮食安全，特别是针对

儿童；通过为儿童特别是女童提供上学的激励措施，通过为儿童提供食物来帮助他

们集中注意力和提高学习成绩，达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目的。研究表明，学校供

餐计划的确起到了增加学生粮食消费量的作用，很多计划还提高了学生的微量营养

元素水平。多数计划按照地理位置进行靶向，集中在贫困或粮食不安全状况最严重

的地方。从当地采购粮食，即“利用本地生产的食物为学校供餐”，对于粮食安全

还产生了另一项好处，那就是为当地小农提供了有效需求。与这些经济、社会效益

相对应的则是学校供餐的成本。学校供餐可以成为应对粮食不安全大范围行动的一

个宝贵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其它干预活动难以涵盖女童这一目标人群的情况下。在

冲击来临时，还可以通过扩大学校供餐计划加以应对。 

14) 补充性供餐在本报告中专门针对 5 岁以下儿童，包括最为脆弱的 6 个月至两

岁大、在母乳基础上需要添加“辅食”的幼童群体，以及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对于

这些群体，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包括微量元素补充剂（维生素 A、铁，特别是叶

酸），可被视为是一种“跨代社会保护”。营养界有很多人就新近对所谓“即食治

疗性食品”的推广趋势表示担忧，这种食品起初是为严重营养不良儿童设计，但现

在也被用于预防营养不良，这样做的风险是可能导致对此类食品的依赖性。  

15) 有条件现金补助（CCTs）有三大决定性特征：靶向贫困地区，并锁定这些地

区中的贫困家庭；通常为母亲或家庭中的主要持家者提供现金（有时会是实物补

助，如营养补充剂）；为了领取补助，受益人必须承诺采取某些特定行动（如送孩

子上学和看病）。因此，有条件现金补助的目的是减轻短期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和脆

弱性的长期跨代传播。研究表明，有条件现金补助有助于提高卡路里摄入量、饮食

质量以及儿童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对设置条件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这会增加现金

补助计划的管理成本和运作难度。一些家庭可能难以满足相关条件，而附带条件的

服务在当地也可能无法提供，或者服务质量低下。从人权角度看，有些人认为对社

会补助设置条件是不合理的。在设置条件时，要考虑孩子的利益，因为有时家长并

不能充分代表孩子的利益，还要考虑为补助计划争取政治支持。 

16) 无条件现金补助包括政府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的无偿社会补助和通常由捐

赠机构出资、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小型试点项目。有条件现金补助在拉丁美洲十分

普遍，而无条件现金补助则在非洲更为常见，因为那里的公共服务往往落后。大型

现金补助计划能对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南非的七个社

会补助项目将最贫困的 20%人口从国民收入中分得的比例提高了一倍，而仅“儿童

支持补助”项目就将贫困差距缩小了一半。几项研究发现，无条件现金补助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起到了直接的作用。除了直接对消费产生影响外，现金补助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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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善流动性，从而刺激对农业和其它生计活动的投资。现金补助能给受益人提

供更多选择，并为市场和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但如果市场薄弱，且粮价较高或

波动性较大，现金的效果会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粮食补助可能更有利于

加强粮食安全。 

17) 社会保护计划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可以通过与补充性干预相结合的办法得到进

一步加强。社会保护如果未能与部门计划相结合，会产生风险，使社会保护自动取

代这些部门计划。如社会保护计划由外部资源供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因为这

将削弱政府对社会保护投资的积极性，或因为投资不足部门得到了社会保护计划的

补偿，从而削弱了政府对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来拥有社

会保护计划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所有权更有利于确保政府的责任感。  

18) 除了单一的社会保护工具外，另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能满足不同群体

需求或者能满足同一群体不同时期需求的几种工具结合起来，成为综合性计划，使

不同工具形成合力。此类例子包括孟加拉国的“挑战减贫极限计划”、卢旺达的

“展望 2020 年计划（VUP）”和巴西的“零饥饿”计划。本报告中提出的一项新

建议就是“粮食安全最低标准”，这一概念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类似，但更侧

重食物权的实现。 

19) 在设计和实施社会保护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何精准实现

计划的靶向？如何避免“依赖性”？等等。目前，有关这些话题的证据正在不断

增加。 

20) 靶向是确定哪些人有资格接受某个计划的支持并将资格不符人员筛除出去的

一种机制。靶向有三个强有力的理由：将资源用在粮食不安全人群身上，将有限的

资源集中在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身上，避免将资源用在资格不符或无需帮助的人群身

上（纳入误差），或未将资源用在有资格的人群身上（排除误差）。各种靶向机制

也都有管理成本，会挤占部分应该用在穷人身上的资源。大量研究表明，靶向型计

划与普惠式补助相比，能为穷人和粮食不安全人群提供更多的资源，但靶向方法有

很多，并不存在某种普遍适用的最佳方案。 

21) 现金补助与粮食补助相比，能让受益人有更多的自由度去选择本人喜好的食

物，从而刺激当地农业生产及非农活动，且与发放粮援相比，成本更低。但现金补

助要求当地具备运转良好的粮食市场，以避免通货效应，同时还要求具备高效的计

划交付体系，把盗窃或腐败的风险降至最低。另外，社会援助的受益人也应该在确

定援助形式时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受益人的喜好较为复杂。例如，如果目前很多社

会保护计划都将女性指定为现金补助的领取人，以便巩固女性的经济权力，但女性

往往更偏好食物，因为她们在家中掌控食物的机会大于掌控现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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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国政府往往对引入社会保护持抵触情绪，特别是社会补助，因为担心这样

会让受益人产生依赖性。证据表明，社会保护计划如果设计得当，就不一定产生依

赖性。相反，从短期看，它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或社区的依赖性，从长期看，它能

通过鼓励儿童接受教育和鼓励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起到降低依赖性的作用。  

23) 退出是指“现金或粮食补助受益人从依赖外部援助转向不再需要这些补助，

从而退出该计划的过程”。它为供资方提供一项撤离战略，使计划具有固定时限和

固定预算。与靶向不同，关于“退出”已经有大量实证可供参考，可以帮助计划设

计者制定合理的退出机制。必须认识到的是，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退出，跨越了某

个门槛不一定意识着该家庭将在未来实现自立，过早退出可能让人们陷入更加困难

的境地，因为在他们参加计划后，原有的非正式支持网已不复存在。  

24) 即便在社会安全网运转良好的国家中，要想为应对粮价飞涨或就业危机等突

如其来的冲击去扩大安全网，都似乎面临较大困难。扩大意味着三点：引入新的安

全网计划；涵盖新出现的贫困人口（如由高粮价所致）；或（在安全网的现金量固

定时）增加补助款项，作为对原有受益人购买力下降的部分补偿。 

25) 各级问责制是社会保护计划常规运作时要遵循的一条关键原则，更是采取以

人权为基础的方式来保障粮食安全和开展社会保护时要遵循的关键原则。它包括为

国家和服务提供商的各个级别设立问责制。为确保有效性，问责制必须在社会保护

规划过程中就得以确立，特别是由政府运作的计划，因为政府运作的计划要在国家

和公民或居民之间签订某种可上诉至法院的（可依法执行的）“社会契约”来实现

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但同时也必须在捐赠方或非政府组织出资和实施的项目中得

以确立。必须确立制度来确保计划按预期运作，确保有资格的受益人能得到恰如其

分、有尊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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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决策者提出的建议 

1. 每个国家都应努力设计和实施一项国有的全面社会保护体系，确保所有人都能

实现充足食物权。 

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出全面的社会保护一揽子政策和行动计划，以应对结构

性贫困及粮食不安全，并将千年发展目标 1 作为本国粮食安全和减贫战略的一

部分内容加以实现。这一过程应该由各国主导，并积极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磋

商，包括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设计社会保护一揽子政策时，一个可以采纳的

模式就是本报告中提出供参考的“粮食安全最低标准”，即设置合理的社会保

护和其它干预活动最低标准，在各国实现食物权。设计时，首先要对国家粮食

安全状况进行一次评估，其中包括：各类合理工具、目标及预期受益人、靶向

和登记方法、体制安排、交付机制、问责制、完善的监测和评价，包括营养影

响指标、资金需求和资金来源。确保各部委和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这样

才能保证社会保护能与更广范围的粮食安全规划相互有机结合。 

2. 社会保护体系应采纳一种“双轨”战略，将短期必要援助和长期生计支持相互

结合，以便对粮食安全带来最大程度的积极影响。 

只有当社会援助或社会保险能交付到粮食不安全人群手中，社会保护才最

有效，能同时做到保护或增加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产，又降低未来粮食

不安全的风险。公共建设项目及有条件现金补助就是一些实例，它们能分别在

提供粮食或现金的同时实现对物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要求将社

会保护和辅助性部门挂起钩来，包括教育、健康和农业。社会保护还应帮助人

们更好地获得关键机构的服务，包括市场和金融服务。任何一项可持续发展战

略中都需要有一项社会保护内容。 

3. 社会保护需要更合理的设计和实施，以解决贫困和饥饿相关的脆弱性，例如

让需要帮助的人按需随时获得援助，设置应急资金，在必要时快速扩大援助

范围。 

多数社会保护计划设计不够合理，难以解决脆弱性。长期处于脆弱状态的

个人可能需要永久性援助，因为并非人人都能摆脱粮食不安全和对补助的依赖

性。社会保护必须具备可预测性和可靠性，以抵消导致粮食不安全的生计不可

预测性和脆弱性，社会保护还应该针对人生中一些特定阶段具备合理性和敏感

性。设计社会保护体系时，应确保能快速对冲击性事件做出反应，如旱灾、洪

灾和粮价飞涨。正面实例包括南亚以需求驱动的就业保障计划和 2011 年粮食危

机期间涵盖新增受益人的东非安全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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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实现粮食安全提供社会保护时，应确保在各级确保实现食物和社会保护人

权，从政府签署国际协议，到制定国家法规和实施国家计划。 

国际人权法律承认的充足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应纳入国家立法，使政府能

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实施和交付这些基本人权方面的职责，使公民在向国家提出

保证粮食安全的要求时能有法可依。按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的建议，此类立法应采用“框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要实现的目标、实现

目标的时限、该过程中的机构责任、国家监测机制和可能的求助程序。社会保

护计划中应包括问责机制，如申诉程序和社会审计，有效将社会保护从一种慈

善或福利行为提升为一种可执行的权利，从而改善服务交付质量，更有效地减

轻粮食不安全，同时将这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纳入社会保护规划过程。  

5. 由于世界上粮食不安全人口中有很大比例以农业为生，主要以小农为主，因此

为实现粮食安全提供社会保护时，应直接为农业生计提供支持。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从事粮食生产的贫困小农都是粮食净购买者。因此应考

虑采用一些能促进农业生产的社会保护工具，包括农资补贴、能创建灌溉设施

等农业资产的公共建设项目、利用从当地农民手中采购的食物开展的学校供餐

计划，以及将现金或粮食补助与农业生计一揽子计划和推广服务相结合的综合

性计划。“双轨”原则此处也能适用：贫困农民需要得到支持，以提高或稳定

作物单产，而最贫困的人群则需要尽快得到帮助，以免受饥饿。为消费者提供

的支持（如粮价补贴）应避免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应特别关注女性扮演的粮食

生产者和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她们要负责为全家人提供食物。 

向粮安委提出的建议 

6 粮安委应积极鼓励各国将《世界人权宣言》和各项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中提出的

关于充足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的条款纳入本国的各项国家法规和计划，由一项

可执行的法律框架作为支撑，并积极加以监测和报告。 

7 粮安委应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全面的国家社会保护一揽子政策和行动计划，并

将其与更广义的粮食安全或减贫战略联系起来。应对这些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进展开展监测，并每年进行报告。国际社会应优先为那些符合“指导说明”

中规定的良好规范的社会保护计划提供资金，并可考虑要求行动计划必须经过

民间社会磋商，要求所有拟议计划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均应遵循人权原则。粮

安委应鼓励在粮食安全社会保护规划过程中宣传良好规范，包括鼓励各国就全

面社会保护体系的信息和机构最低要求分享经验教训，承认非国有参与方在社

会保护项目中所起的作用，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农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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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部门和非正式或“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等，并提出合理的协调模式，促使

各参与方有效开展合作。 

8 虽然国有的社会保护计划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最理想选择，但很多政府仍需要从

发展伙伴和联合国各组织那里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至少在过渡期是如此。如

果国际社会能够承诺拿出更多资源用于扩大社会保护，就能更快、更可持续地

减轻粮食不安全状况，粮安委应该鼓励这一点。本报告中介绍的一些研究让我

们看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为实现粮食安全而投资于社会保护能够对人

和经济产生收益，而随着证据不断积累，这一观点也会变得越来越让人信服。  

9 粮安委应倡导对社会保护计划的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在评价受益人营养状况

改善时引入影响指标。至少应将饮食多样化作为其中一项指标，作为一个可比

较的影响指标，这有助于我们找到最有效的工具来解决结构性饥饿和贫困问

题。所有的监测体系和评价中都应包含性别审计，以便发现妇女和女童可能面

临的高风险。粮安委应在更广范围内鼓励国际社会努力提高评价工作的质量，

特别是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计划的评价工作。 

10 在社会保护计划的设计和实施中，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很多工具也面临争

议，原因往往是有些计划过于薄弱产生了坏效果，或信息不够充分。对社会保

护的研究是一项国际性公共产品，因此其成本不应该全部只由实施国承担。粮

安委可以发挥自身作用，确保对此类计划进行严格、可信的评价，特别是以粮

食安全为目的的创新型国家社会保护计划，同时粮安委还应确保国际社会为这

些评价活动提供适当水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11 粮安委应鼓励就社会保护创建一个年度通报全球制度，其中一个目的是交流信

息，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个加强问责制的平台。这一制度包括各国就社会保护

一揽子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展进行报告，国际机构就自身为各国社会保护

相关活动提供的支持进行报告。这种报告可以以年度“社会保护监测报告”的

形式提交，内容包括国家立法在确立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方面的进展，以及通

过各项政策和计划为实现这些权利而采取的行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社

会支出统计数据并非由某个组织负责系统性进行报告。粮安委应提出建议，指

定联合国系统中某个多边组织负责定期编制社会支出统计报告，包括在社会保

护和粮食安全计划上的支出。 

12 粮安委应确保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能被纳入《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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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刚完成改革的联合国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 2010 年 10 月要求粮食安全

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就社会保护开展一项研究，特别侧重评估：“在充

分考虑各国和各区域不同条件的前提下，通过与粮食和营养安全相关的社会安全网

和生产安全网计划和政策，寻求减轻脆弱性的方法。研究中应包括对现有政策对改

善脆弱人口生活状况和应对能力的影响进行一次审查，特别是对小规模农村生产

者、城市和农村贫民以及妇女儿童的影响。研究还应关注社会保护对改善当地生产

及生计和提高营养水平的积极影响。” 

按照这一要求，本报告侧重介绍如何利用社会保护来减轻，并在可能情况下消

除家庭和个人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现象。本报告有两项功能。其一，对那些旨在加

强粮食安全或具备此项意图的社会保护干预活动开展一次以实证为依据的审查。其

二，鼓励在遵循国际人权规范、原则和程序，特别是尊重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一部分的充足食物权、免于饥饿权和社会保障权的前提下，设计以粮食安全为宗

旨的社会保护体系。 

本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世界粮食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同时也面临各

种机遇。世界经济似乎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更具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最近的全球粮

价飞涨、欧元区目前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土地攫取和生物燃料生产等，都往往

对小农获得土地造成威胁，而土地恰恰是小农生产粮食和创收的必要资源，所有这

些都在全球到个人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粮食安全。在多数区域，不平等现象正

日益加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这些快速变化的积极一面是，亚洲、拉丁美

洲和部分非洲国家出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同时贫困率正在快速下降。高增长带来了

更多的税收收入，但由于增长并不均衡，很多人依然面临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甚至

在贫困中越陷越深，而税收收入的增长则使得国家能够划拨更多资金用于采取补救

性干预措施，如社会保护。 

因此，在发展政策中，社会保护作为一种能够降低脆弱性、解决粮食不安全问

题的手段，得到了更多关注。社会保护由一系列潜在措施组成，旨在管理风险和脆

弱性，为扶贫活动提供补充，因而是应对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非常理想工具。正如

本报告所示，设计、实施得当的社会保护计划能有效保护人民和社区免受快速变化

和各种冲击的最坏影响。社会保护计划能加强人力资源，促使他们共同为自身和社

会利益做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社会凝聚力。由于社会保护能在个人、家庭和社区各

层面保护和积累资产，而且有效的安全网能增强人们信心，从而敢于去冒一定程

度的风险，因此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险计划也能刺激当地经济活动。拉丁美洲、亚

洲和非洲的实证证明，对社会保护的投资就是对增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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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看，社会保护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对各家庭及家庭中各年龄段成员的生

计和生活带来积极影响。当联合国于 1948 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其目的就

是促进人人享有自由与尊严。这些权利中有一项就是人人具有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

权利。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人人都应享有令人满意的生活条件，能有效享有这些权

利，包括充足食物权和获得所需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这进一步说明应该抓

住机遇，在社会保护和粮食安全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协作关系。 

本报告结构如下。第 1 章介绍粮食安全、脆弱性和社会保护等关键概念及定

义，同时介绍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实现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时应遵循的基本原

则。第 2 章对一系列用于促进粮食安全的社会保护工具进行经验式回顾，其中包

括：粮食和农资补贴、农业保险机制、公共建设项目、粮价稳定、粮食储备、学校

供餐及补充性供餐、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补助。第 3 章提出，社会保护工具难以单

独运作，最好被纳入国家体系，作为综合性计划的一部分来运作，并与辅助部门建

立紧密联系，本章还就巴西、印度和非洲的相关经验以及“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等

概念性做法进行了介绍。第 4 章探讨社会保护和粮食安全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

涉及到的一些跨部门问题，认识到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包括靶向、方式（现金或

粮食）、依赖性、退出、承受能力、可扩大性和问责制等。第 5 章介绍本报告结

论。请注意，建议已列在本报告起始部分，分两组：一组供决策者审议，一组供粮

安委审议。参考书目后是附录 1，按照国际人权法律及规范，就为促进粮食安全而

提供社会保护时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提供了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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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念 

本章介绍本报告采用的粮食安全、脆弱性和社会保护等关键概念，解释社会保

护在解决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说明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实

现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的理由。 

1.1 粮食安全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有关粮食安全的如下定义，其中明确提出粮

食安全的四个方面：粮食的可供量、获得、稳定性和利用。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

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

实现了粮食安全”（粮农组织，1996）。 

虽然过去 20 年间，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理解在不断加深，但衡量粮食安全的标

准却一直滞后。在全球层面，对粮食不安全人口数量没有直接的估计数字。最常用

的间接衡量标准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构建的“营养不足发生率”（POU），表示为

每个国家中膳食能量摄入量（DEC）低于膳食能量需要量（DER）的人口所占比例

（Cafiero 和 Gennari，2011）。按照这一衡量标准，全球饥饿发生率在 1970 至

2000 年间从 33%下降至 14%，进展突出，但 2008 年的粮食危机使这项成就打了折

扣，该比例一度大幅上升后，随后于 2010 年逐渐回落至 16%（粮农组织，2010）
3。目前，有 9.25亿人属于饥饿人口（见表 1），其中多数生活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他们中有约 50%分布在务农家庭中，22%为农村无地人口，20%为城市

居民，8%为资源依赖型人口（牧民、渔民等）。虽然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持续城市

化，但多数饥饿和粮食不安全人口仍分布在农村地区。 

表 1. 全球营养不足（饥饿）人口估计数，1970–2010 年 

时间段 营养不足人数 

(百万) 

发生率 

(%) 

1969-71年 875 33 

1979-81年 850 25 

1990-92年 848 16 

1995-97年 792 14 

2000-02年 836 14 

2006-08年 850 13 

2009年 1023* 18 

2010年 925* 16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1969-71 年和 1979-81 年），其余来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 

（http://www.fao.org/economic/ess/ess-fs/fs-data/ess-fadata/en/）。*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数据由粮

农组织根据美国农业部预测数字推算得出。 

                                                      
3  目前人们正在就这些数据的估算开展激烈争论。 

http://www.fao.org/economic/ess/ess-fs/fs-data/ess-fadat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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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估计数并没有显示出饥饿的严重性，未能将那些膳食能量摄入量略微低于

需要量的人和摄入量低于需要量 30%的人区分开来。此外，营养不足发生率是一个

长期粮食不安全的衡量标准，但饥饿和粮食不安全也可能为周期性或季节性（西非

萨赫勒地区每年的饥荒期）或短暂性（如 2011 年索马里饥荒造成的粮食危机）。

社会保护措施必须同时应对季节性、短暂性和长期粮食不安全，但并不采取临时性

应急措施（这属于人道主义干预而不是社会保护），而是采取扩大社会保险机制和

创建必要时可扩大的安全网的方法。 

1.2 脆弱性 

粮食不安全既指当前缺乏获得充足食物的能力（即饥饿），也指未来面临缺乏

获得充足食物能力的风险。已经陷入贫困的人们很容易遭受饥饿，因为他们缺乏资

源，无法满足自身的日常基本需求（即面临长期粮食不安全）。他们还非常容易在

遭受较小打击时被推向极度贫困、饥饿，甚至早亡。如下文所述，要想解决与贫困

相关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一项合理的社会保护措施就是为他们提供与“生计促进”

措施相关联的社会援助，以提高其收入。一些目前尚未陷入贫困但却在未来面临贫

困风险的人们也容易遭受饥饿，因为一旦风险变成事实，他们却得不到足够的保护

（面临着短暂性粮食不安全）。 

就粮食不安全而言，脆弱性体现在几个层面 – 国家、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保

护也应该落实到每个层面。相反，在社会保护缺失时，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会进一

步加剧。 

国家层面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已创建可扩大的社会保护体系。最近

汤加和也门的不同经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插文 1）。 

插文 1. 汤加和也门：具备和缺乏社会保护情况下的脆弱性对比 

汤加是亚太区域一个小岛国经济体，人口约 10 万。由于经济单一、经济增

长速度慢、与全球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和对汇款的极度依赖等特征，该国在最近的

全球波动中遭受打击尤为严重。农产品出口自 2006 年以来已下降 70%，水产品

出口下降 62%。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32%的汇款额在 2010-11 年间下降了 8200

万汤加币（折合 4600 万美元），对那些因丈夫远赴他国而独自留守的妇女们造

成严重影响。这些冲击，加上年均经济增长率低于 2%，使得贫困率从 2001 年的

16.2%上升至 2009 年的 22.5%。汤加完全不具备社会安全网，人们只能依靠非正

式家庭支持体系，而这一体系已由于危机失去了活力。目前在捐赠方的支持下，

该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可行的安全网计划，以应对目前和将来的经济危机（世界

银行，2011b）。 

也门是中东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有三分之一人口遭受营养不足和贫困。

但也门具备一个社会安全网体系，包括现金援助和一项“社会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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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该基金目的是确保长期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为应对目前危机，这两项

计划均得到扩大，而且社会发展基金还设计和实施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项目，为

贫困家庭提供临时就业机会。其中一个就是“应急社会安全网”项目，在 12 个

月里向贫困家庭提供了 1500-2000 万美元的现金援助，此外还启动了一个公共建

设项目，在建设有用社会资产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临时性就业机会。这一系列应

对措施之所以取得成功，要归功于在危机之前“社会发展基金”已经开展的各项

行动，这使得也门能够快速扩大现有计划的覆盖范围，并对一项新工具进行有效

试点（Marzo和 Mori 2012，第 26 页）。 

也门的实例并不普遍。2007/08 年粮食危机爆发时，49个低收入国家中有 19个

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护计划（图 1）。即便有的安全网十分庞大，但设计的初衷并

非为了应对各种冲击，因此社会补助的规模，甚至受益人的数量都无法在粮价飞涨

时自动扩大（Lustig 2008；Grosh 等，2011）。 

图 1. 2007/08 年粮食危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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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ustig（2008，第 53页）。 

备注： 收入分类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图中显示了实施了一项以上计划的 30个低收入国家（总数为 49个）和

46个中等收入国家（总数为 95个）。 

 

家庭层面的脆弱性往往和生计受到威胁密切相关。有时是因为缺乏资源、生产

力低下导致生计难以维持（如农民土地过少，无法获得肥料），有时是因为生计面

临风险，极易崩溃（如干旱导致歉收）。重要的是，很多国家中生产粮食的小农大

多数也是粮食净购买者（估计埃塞俄比亚 73%的小农，印度 74%的小农），这使得

他们很容易面临生产和市场相关风险，也说明为农业生产提供社会保护工具是一件

十分重要的事情（de Janvry 和 Sadoulet，2011）。生计受到冲击会影响到个人（疾

病、意外、由于企业倒闭或缩小规模而造成紧缩），或整个社区（洪水、流行病、

家畜疾病）（Dercon，2005），或整个国民经济（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冲突、大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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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粮价飞涨）（Lustig，2000）。那些资产雄厚、多样化，包括有着良好社会关

系的家庭，往往比起那些缺乏资产和社会关系的家庭，能更好地应对生计方面的冲

击。如果家庭多次遭受冲击，对资产造成长时间的不断侵蚀，那么脆弱性会逐渐加

剧。社会保护的一个功能就是设置“安全网”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例如，在危期

间和每年的“饥饿季节”，通过提供现金或粮食补助或公共建设项目中的就业机

会，防止贫困家庭为购买粮食而被迫抛售生产性资产。 

个人层面的脆弱性和相应的社会保护措施可以通过生命历程框架加以分析：婴

儿期及学前期（供餐计划）；学龄期（儿童补助、学校供餐）；青少年期（青年培

训和就业补贴）；工作年龄段成人（公共建设项目、农资补贴）；老人（养老

金），各阶段还按性别和残疾（残疾补助）分类。特别是生命的头 1000 天，即从

受孕至约 2 岁，是一个最佳窗口期，对那些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粮食与营养相关

问题，仍有机会予以补救。最近的研究表明，妊娠期对于未来健康起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不仅对新生儿如此，对于未来人生的健康也是如此，特别是对非传染性疾病

而言。动物数据表明，胚胎健康取决于遗传和后天条件，而这又至少部分取决于营

养因素。因此，母亲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对于确保胚胎在子宫中有良好的营养

环、降低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十分重要，这里也包括女孩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因她们

往往是未来的母亲。0-6 个月阶段的纯母乳喂养必须得到保证，因为它符合这一年

龄段婴儿的全部粮食安全需要，同时还能够起到免疫作用。接下来在 6-24个月阶段

就应该合理添加辅食，但同时必须继续母乳喂养，直至满 1000 天，此时孩子可以

开始和家人一起吃正常饮食。 

由于脆弱性的这些多面性，且生命历程内每个阶段都有不同原因引起脆弱性，

因此有必要在设计社会保护或粮食安全干预活动之前开展一次脆弱性分析。但实践

中这一点很少能够做到。各国政府和捐赠方往往考虑的是有哪些资源，过去采用过

哪些工具，或附近地区采取过哪些工具。很多非洲和南亚国家都有粮食援助或公共

建设项目的较长历史，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则在近年采用有条件现金补助的方法。

尽管这些干预活动都被认为有效，但尚不清楚它们是否满足了所有贫困和粮食不安

全居民的需求，或者是否在所有情况下这些都是最有效的做法。例如，有条件现金

补助通常缺乏必要的机制，无法在遇到粮价上涨等负面冲击时将“新增贫困人口”

纳入补助范围。 

脆弱性的一个未得到重视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持久、反复的现象，有时呈周期

性（如季节性）。因此，有些形式的社会保护应该是永久性的，即便大量人口已

“脱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社会保护还应该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靠性，以应对生计

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靠性，而这恰恰是导致很多穷人面临脆弱性和粮食不安全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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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永久性、有保障和可扩大的社会安全网将对降低生计脆弱性产生巨大影响。但

目前很少有社会保护计划或国家体系能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1.3 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是发展政策议程中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在概念框架、政策影响、

预算拨款、相关计划和覆盖面各方面均已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保护之所以广受欢

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够直接解决贫困和脆弱性问题，因此其效果立竿见影，

几乎毫无例外被评价为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保护的定义数不胜数（定义情况参见

Standing，2007；Brunori 和 O’Reilly，2010）。多数定义都注重风险管理和为贫困

人口提供援助，但有些定义还包含对权利的关注。英国发展研究所（IDS）提出的

定义则明确指出三个具有不同社会保护需求的相互重叠的目标人群，即贫困人群、

脆弱人群和边缘化人群。 

“社会保护包括如下举措：(1)为贫困人口提供收入（现金）补助或消

费（粮食）补助；(2)保护脆弱人群免受生计风险的影响；(3)加强被排斥人

群和边缘化人群的社会地位和权利”（Devereux 和 Sabates-Wheeler，

2004，第 9页）。 

《2010 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保护促进包容发展》中采用了类似的三元

定义：  

“旨在解决人民脆弱性的一系列行动，具体包括：社会保险，为人们在

一生中可能遇到风险和不幸时提供保护；社会援助，通过现金与实物补助为

穷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社会包容，提高边缘化人群的能力，以获得社会保险

和社会援助”（European Communities，2010，第 1页）。 

其它一些定义中则包括基本服务的获得，特别是医疗和对穷人有利的生计支

持，如农资补贴。很多定义中包括社会保障，即受益人通过工资税等方法缴费的缴

费型计划，这种计划可以在失业、退休和其它导致正式就业出现中止的情况下提供

一定程度的收入保险。在穷国，由于就业主要集中在非正式部门和自我就业部门

（如小农农业），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往往较低，因此需要社会保护来填补空白，将

社会援助延伸至那些“未被覆盖的”人群。本报告侧重于非缴费型社会保护干预活

动，包括通常由一般性政府收入或多边组织赠款和贷款资助的、被称为社会援助计

划和安全网的干预活动。 

社会保护诞生于较早的“社会安全网”相关议程，社会安全网在上世纪 90 年

代作为“扶贫新议程”中的第三项内容开始占有突出地位（World Bank 1990，

2001；Lustig，1995；Edwards 和 Lustig，1997；IADB，2000）。安全网起初被作



28 
 

为应对冲击的措施，但随后开始扩大侧重点，将解决长期贫困纳入自身范围。“安

全网指那些能避免福利带来的两项负面影响的保护个人或家庭的计划，这两项负面

影响为：长期失去工作和创收能力（长期贫困）；由于面临储备耗尽、生计水平降

至最低的困境，导致该项能力下降（短暂性贫困）”（Subbarao 等，1996，第 2

页）。上世纪 90 年代末，社会安全网面临来自“左翼人士”的批评，指责社会安

全网是福利主义的残留，通过“施舍”解决贫困、粮食不安全和失业问题。人们指

责社会投资资金并没有用来帮助那些遭受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影响最严重的人们

（Lustig，2000）。而来自“右翼人士”和很多政府的批评意见则让人们开始担

忧，社会安全网会取代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如相助关系，催生“依赖性文化”，

而实际上公共资源十分有限，本可以投资于“生产性”经济部门。 

在 21 世纪初，“社会风险管理”框架提出了更加连贯的方法，可用来分析风

险，并制定合理的“降低”、“缓解”或“应对”措施（Lustig，2001；Holzmann

等，2003）。这一框架有着一个隐含的等级体系：降低风险（如增加收入或资产）

要比缓解风险（如保险）更可取，而缓解风险又比帮助人们“应对”风险(如不得已

时才采用的紧急粮援)更可取。社会风险管理是一项有用的框架，有助于考虑到社会

保护和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但它也遭到批评，指责它对经济风险的理解过于狭

隘，忽略了社会风险和贫困及粮食不安全的结构性根源，同时还指责它对脆弱性的

定义偏向于面临未来贫困风险的人群，而不是那些已经陷入贫困的人群。  

风险管理是称为“改革型社会保护”大概念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框架

将贫困和脆弱性视为社会不公正的征兆，认为社会保护应通过改革导致贫困和脆弱

性的社会、政治条件，以解决其结构性根源，包括歧视和权利缺失等社会风险

（Devereux 和 Sabates-Wheeler， 2004）。最近对“社会保护促进社会公正”

（Devereux 等，2011）的思考进一步扩展了这一逻辑，认为社会保护应以“权利为

基础”，而不是“随意性”，不应该被项目化，而是应该在政府体系中被制度化，

由可执行的立法作为保证，将一种慈善行为变成一种具有可诉性的权利。“改革型

社会保护”在经过必要调整后，已经被很多机构及政府采用，作为自己的社会保护

战略与政策，但它也遭到批评，被指责超出了社会保护的界限，已进入更广义的发

展政策范畴。 

该框架中最新的一项新增内容是“社会保护最低标准”，这是由联合国牵头发

起的一项举措，是首次将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真正纳入社会保护的一个系统性尝

试。“一个国家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指能确保所有社会成员获得最低标准商品及服

务的一整套基本权利及转让”（劳工组织和世卫组织，2009，第 1 页）。与“改革

型社会保护”一样，“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从规范性思维角度认为，社会保护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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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政府作为责任方和公民或居民作为权利方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这一观点与

“工具主义者”的观点正好相反，后者认为社会保护主要指实现减贫和经济增长的

一系列工具。以国际劳工组织确立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为基础，“社会保护最低标

准”有两项主要内容：获得“基本服务”(如水和卫生、营养、医疗、教育)和“基

本社会补助”（现金或实物，以确保最低收入受到保障）（劳工组织和世卫组织，

2009）。 

如此看来，社会保护涵盖多种工具和目标，既包括安全网，也包括所谓的“安

全绳”（即确保贫困和脆弱人群创收能力和机遇的各项机制）。这些均已在图 2 中

显示。要注意的是，这套工具要比本报告中讨论的范围更广，例如我们并未将就业

保险和非缴费型医疗纳入讨论范围，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能最直接解决粮食不安全的

干预活动。 

图 2. 社会保护一瞥 

 

 

 

 

 

 

 

 

 

 

 

 

 

 

 

 

 

 

 

 

资料来源：采用 de Janvry（私人通信）的资料，经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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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不安全状况，而社会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人权。证据还表明，为实现粮食安全和

社会保护而采取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有助于改善粮食安全，特别是在各项计划能得

到具有可诉性的法律和有效问责制保障的情况下。 

本节介绍以人权为基础方法的基本内容。如对国际人权的具体内容缺乏了解，

可参阅附录 1中的事实性资料。 

1.4.1 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 

按照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ICESCR，1966年通过，1976 年生效）在第 11.1条中提出了充足食物

权，在第 11.2 条中提出了“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公约》对已核准该公约的所

有成员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截止 2012 年 6 月共有 160 个缔约国）。《公约》规

定人人都应在“不得有例如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等区分”的前提下享有人权，

还简要介绍了各缔约国实施这些权利的相关义务。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还有

其它一些与本研究相关的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1979年）和《儿童权利公约》（CRC，1989年）。 

1996 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在界定粮食安全时，将对全球和国家层面粮食安全

的侧重转向家庭和个人层面。本次首脑会议还重申要“按照充足食物权和免于饥饿

的基本权利，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并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与粮农组织磋商，以明确这些权利。1999 年，负责监督各国遵守《公约》

情况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UN CESCR）就食物权和各国的相关

义务做出了详细解释和阐述，完成了此项任务。委员会通过有关充足食物权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GC12）明确了这些权利，使此项一般性意见成为有关食物权

规范性内容的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其第 6段对充足食物权做出了全面的解释： 

“当每个男子、女子、儿童，单独或同他人一道在任何时候都具备获得

充足食物的物质和经济条件或获得食物的手段时，充足食物权就实现了。因

此，对充足食物权不应作狭义或限制性解释，不应将其等同于最低标准的热

量、蛋白质和其他特定营养素的组合”（UN CESCR 1999，第 6段）。 

在 2007 年通过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GC19）中，该委员会就《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中确立的人类社会保障权做出了解释和阐述，其

中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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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权包括有权不受现行公有或私有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观、不合

理限制条件的约束，还包括有权平等获得充分保护，免遭社会风险和紧急情

况带来的影响”（UN CESCR 2008，第 9段）。 

重要的是，《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社会保障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商品，

而不仅是一种经济或金融政策工具”（第 10 段）。委员会在借鉴国际劳工组织工

具的基础上，在第 12 段中列出了依法设立、由公共部门管理或监督、可持续的社

会保障制度应该包含的九项内容：“人人享有充足的医疗服务”；为“因病失去劳

动能力的人”提供现金补助；为所有缺乏其它生存手段的老年人提供非缴费型养老

金；失业救济；工伤赔偿；家属及子女补助（足以支付衣、食、住、水和卫生各方

面开支）；带薪产假；残疾补助；幸存者和孤儿补助。 

《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正吸引各方更多地关注常规缴费型社会保障体系无法

覆盖的困难群体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各缔约国还应考虑通过一些计划为弱势和边

缘化群体中的个体提供社会保护，例如为小农提供作物或自然灾害保险，或为非正

式经济部门中的个体户提供生计保护”（第 28 段）。《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对社

会保障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缴费型计划和非缴费型计划，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援

助。“所有人都应该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那些属于最弱势和最边缘化群体

的个人[…]为了确保实现全面覆盖，有必要设立非缴费型计划”（第 29段）。 

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之间的联系也在《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得到了承认：

“社会弱势群体，如无地者和其他特困群体，可能需要通过特别计划得到关注”

（GC12，第12.1段）。随后的《食物权准则》（FAO，2005）也将社会保护与粮食

安全联系起来加以阐述。 

1.4.2 与实施过程中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HRBA）相关的其它内容 

为了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是充足食物权和社会保障权，而采

用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时，意味着将涉及四个方面的

问题： 

 利用国际（和区域）法律文书中确立的权利，或国家法律文书中确立的权利，

同时借鉴联合国相关监督机构提出的各项《一般性意见》。 

 确定各缔约国通过可管理、高效率措施实施权利的相关义务，其中包括尊重目

前运作良好的现有生计活动；保护生计活动不受第三方的不良干预，促进人们

更好地利用这些生计活动，为无法养活自己的人们提供必要援助。 

 在实施已定措施时，遵循公认的透明度、问责制和非歧视原则，还要确保受益

人有效参与各项措施的设计过程，加强对受益人的赋权。 

 一旦国家通过其下属机构违反人权规定，应安排合理的申诉和补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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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人权法律在各国的实施情况 

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之间的联系已通过以权利为基础的立法和规划在一些国家

得到承认，这些立法和规划通常以国家《宪法》为依据，由民间社会通过参与决策

或通过积极要求政府问责来施加压力。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就是

具有启发性的实例。 

插文 2. 巴西、印度和南非：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立法 

巴西：2006 年，巴西国会批准了一项《粮食和营养安全基本法》，从而创立了

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政府和共同参与此项法律制定工作的

民间社会一道，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确保实现充足食物权。2009 年，

在一次全国性社会动员后，食物权被作为社会权利之一纳入《联邦宪法》第 6

条。“家庭补助”是一项有法律支持的现金补助计划，它特别针对弱势群体，帮

助他们实现食物权。2010 年，一项为调整“全国学校供餐计划”而制定的新法

律将学校供餐确定为促进所有儿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一种工具。2011 年，国家

粮食和营养安全委员会（CONSEA）已着手就食物权的实现编写一份全面报告，

并已开发出一种方法，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方式对各项公共计划进行监测。  

印度：依据印度《宪法》，社会保护相关事项被列入“国家政策指导方针”：

“国家应在经济能力和经济发展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就业权、教育

权，和失业、老龄、患病、残疾和其他有困难人员获得公共援助的权利”。印度

最高法院在解释有关生命权的《宪法》第 21 条时，认为其中包括充足食物权。

这些宪法规定的人权条款为具体权利提供了支持，如按照“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

案”的规定，印度每个农村家庭每年按最低工资标准保证有 100 天的就业天数。

“国家粮食安全法案”如能获得议会批准，将允许约 8 亿人按补贴价格购买主

粮。但印度的“食物权网络”正在开展大规模宣传运动，希望提高法案中计划的

食物权水平，认为原有水平不足以确保家庭粮食安全。 

南非：消除种族隔离之后的《宪法》中包含据称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权利法

案》，法案规定“人人有权获得…社会保障，包括在无法养活自己和家属的情况

下，获得适当的社会援助”。除此以外，“国家必须在现有资源允许的范围内，

制定合理的法律和其它措施，逐步实现”此项权利。同时还确立了其它合法权

利，如“儿童抚养补助金”以及无需缴费的“养老金”等，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

儿童（通过自己的照料人）和老人都有合法权利申请领取。一些民间社团，如

“儿童社会保障权利联盟”（ACESS），带头展开了大规模宣传运动，力推逐步

扩大社会援助的范围和提高援助水平，其中一个成功实例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使

国家将申请“儿童抚养补助金”的年龄限制从 14岁提高到 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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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实现粮食安全而采用的社会保护工具 

Amartya Sen 提出的“权利方法”起初被作为一项分析饥荒的工具，但从中可

以衍生出一种可对粮食不安全根源进行分类的有用工具。Sen（1981）提出四种粮

食来源：生产（一个人通过种植得到的粮食）、劳动（一个人通过劳动得到的粮

食）、贸易（一个人购买的粮食）和补助（一个人免费领取的粮食）。  

造成“粮食权利缺失”的任何一种根源都可以通过一项社会保护措施得到解决

（Devereux 2008）。粮食生产可以通过农资补贴得到推动，而作物歉收或家畜减产

可以通过农业保险得到补偿。失业或就业不足可以通过公共建设项目至少得到临时

性解决。市场上购买粮食难的问题可以通过需求方措施（粮价稳定、价格补贴）或

供应方措施（粮食储备）得到解决。无法获得足够粮食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粮食补

助（学校供餐、补充性供餐）或现金补助（有条件或无条件）得到解决。虽然社会

保护主要与社会补助联系在一起，但上述细分表明，社会保护有着更多的选择方

案。本章将对表 2中列出的 10项社会保护工具做具体实例分析。 

表 2. 粮食权利缺失和社会保护措施 

缺粮原因  社会保护工具 粮食安全目标 

    

生产 

 2.1. 农资补贴 

2.2. 作物和家畜保险 

 促进粮食生产 

 在作物歉收或家畜死亡的情况下提供保护 

    

劳动 

 2.3. 公共建设项目  提供临时性就业机会 

 新建有用的基础设施 

 促进农业生产 

    

贸易 

 2.4. 稳定粮价 

2.5. 粮食补贴 

2.6. 粮食储备 

 保持市场粮食供应 

 让穷人买得起粮食 

 确保市场上粮食供应量充足 

    

补助 

 2.7. 学校供餐 

 

 

2.8. 补充性营养餐 

2.9. 有条件现金补助 
 
 
2.10. 无条件现金补助 

 减贫 

 促进教育机会的获得 

 促进当地粮食生产 

 巩固粮食消费 

 减少饥饿或贫困 

 促进儿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 

 减少饥饿或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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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农资补贴 

很多国家已选择农资补贴的做法，主要是肥料和/或种子，旨在促进小农的作物

生产。虽然贫困农民往往面临获得农资难的问题，市场失灵却并不是政府采取农资

补贴的常见原因。印度于上世纪 60 年代实行了农资补贴计划，目的是在新品种的

发现和采用后进一步推动绿色革命的普及。2007/08 年的全球粮食危机突出了推动

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从而再次激发了对肥料补贴的兴趣。这一做法是否明智取决于

各国国情和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情况，并决定着计划的成败。但肥料补贴仍颇受争

议：有些分析家认为它成本高、效果有限，且有可能破坏私有市场的发展，而另一

些分析家则认为，这是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4。我们对马拉维、印度和孟加拉邦三个案例进行了相关研究。 

插文 3. 马拉维：农资补贴计划 

玉米是马拉维的主要粮食作物，烟草、糖和咖啡为主要经济作物。马拉维面

临严重土地压力，平均拥有土地小于 1 公顷，造成较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现

象，从而使能够获得农资成为家庭粮食安全的一项关键因素。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末，政府在捐赠方支持下实施了“启动包”计划，为马拉维所有 280 万小农户免

费提供种子和肥料包，使每户玉米产量增加了 100-150 公斤，从而减少了年度粮

食缺口，稳定了粮价在不同季节之间的波动（Levy，2005）。 

“启动包”计划在 2001 年后逐渐停止，但 2005 年政府又启动了“农资补贴

计划”（FISP），目的是保证脆弱小农能获得肥料和杂交良种，提高农产品产

量，确保家庭粮食安全。“农资补贴计划”最初由马拉维社会行动基金资助，但

目前已成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2011/12 年度，政府拨出 1.16 亿美元，用于采购

14 万公吨肥料，共分发给 140 万农户。农户只需承担肥料成本的 28-30%，其余

部分由政府补贴。对该计划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以下结果5。 

 证据表明，肥料补贴对玉米增产起到了作用，虽然 2005 年以来增产在一定程

度上无疑要归功于良好的降雨情况。 

 如只考虑“第一轮”直接效果，那么该计划的效益成本比为 0.76，低于平衡点

1.0。但如果将“第二轮”增长效应也考虑进来，该比率就可能上升为 1.36
6。 

 该计划成本极高，且呈上升趋势，已从 2006/07 年度的 9100 万美元升至

2011/12 年度的 1.16 亿美元，因此引发了大家对计划可持续性的担忧，同时还

担心这会挤占用于保障马拉维穷人和脆弱人群粮食安全的其它投资资金。 

                                                      
4
  要想了解本次辩论详情，参见 Minot和 Benson（2009）。 

5
  本节介绍的研究结果引自 Minot和 Benson（2009）和 Dorward等（2008）。 

6
  “第一轮”效应指农民通过实物型收入补助得到了即时收益，因为肥料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农民。但由于

施肥后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增产效果，因此这就被视为“第二轮”增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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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靶向工作不够理想。在 2006/07 年度，补贴价肥料估计挤占（取代）了商业化

购买量的 30-40%，而并未推高总购买量，如果计划严格靶向较贫困农民，应

该可以避免这一后果。 

 肥料补贴所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尤其是

肥料和玉米国际价格行为的影响。 

根据最近对该计划影响的性别评估表明，虽然女户主家庭通常较为贫困，但

男户主家庭却更容易领到肥料和种子券，而且女性掌控的农地用上补贴价或市场

价肥料的机会较小。然而，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在施用肥料时对女性家庭

成员和男性家庭成员掌控的地块之间存在任何家庭内部偏袒现象，这意味着补贴

有助于提高女农民获得农资的机会（Chirwa等，2011）。 

 

插文 4. 印度：国家肥料补贴计划 

在印度政府为提高农业产量而采用的各种政策工具中，农资补贴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化肥、电和灌溉水的补贴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

已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15%上升至 21 世纪头 10 年中期的 25%，2008/09 年度化

肥在农资补贴总开支中占 40%。通过化肥补贴给农民提供的隐性收入补助（包括

补贴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价）为政府实际成本的 40-75%。 

 研究表明，农资补贴在绿色革命初期对加快扩大粮食生产做出了贡献，大大加

强了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加强了政府有效应对作物歉收的能力，包括应对

1987/88 年度的大范围干旱(Rao 等，1988)。农资补贴在印度实现大米和小麦

这两种主要谷物自给自足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 虽然肥料补贴一直持续，但绿色革命（1968-1990 年）初期农业产量的快速增

长趋势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有所放缓，物质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其中一个明

显原因。 

 肥料补贴占肥料生产成本的有效比例从 2003/04 年度的 41%上升至 2009/10 年

的 67%，主要原因是名义价格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仍保持不变。从政治角度

看，占印度人口近一半的农民是一支重要的游说力量。 

 目前，在肥料补贴方面的支出已超过教育支出，在印度，入学率仍大大低于人

均收入相近的其它国家。 

 虽然肥料补贴计划的益处有着地理集中性，但肥料用量在各邦之间的差异已经

开始缩小，虽然差异依然较大7。 

 早年有人曾提出有关农场之间的公平性问题（Subbarao，1986），但最近有研

究表明，肥料补贴在不同规模农场之间呈公平分配，小农和边缘化农民在补贴

                                                      
7  要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前各邦之间的具体差异，参见 Subbarao（1985）。要了解肥料补贴计划的最近发展趋势，

参见 Sharma and Thaku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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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比例要大于他们的耕作面积在计划中的所占比例（Sharma 和 Thakur，

2010）。 

 印度第 11 个五年计划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农资补贴已导致过量施肥，造成

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和环境破坏，从而逐渐降低了农资的长期有效性

（Planning Commission，2006）。 

 

插文 5. 西孟加拉邦：农资包计划 

西孟加拉邦政府自 1982 至 1995 年实施了一项“农资包”计划。对三轮调查

数据的研究发现，农资包的分发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1982-85 年间为 17%，

1986-90 年间为 16%，1991-85 年间为 8%），粮食产量年均增产中有三分之二要

归功于该计划，粮食产量增幅在上世纪 70 年代为 1.7%，但在 90 年代达到了

4.6%（Bardhan 和 Mookherjee，2011）。计划对所有规模农场均产生了良好效

果，同时还提高了务农人员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重要的是，“农资包”计划是在

重大体制改革背景下实施的，包括采取土地重新分配和佃户登记等改革措施，保

护收益分成的佃农不被驱逐，并对他们自留的收成比例做出规定。地块的扩大和

权属安全使得农资包中包含的高产品种产生了更好效果。这些干预活动组合在一

起，为西孟加拉邦农业生产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本节中介绍的三项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农资补贴通常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和农

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加强家庭和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补贴对女农民十分有

利，因为她们往往很难获得市场上购买的农资。然而，全国范围的农资补贴计划需

要巨额资金，而且如果针对所有人的话，效果并不理想，但要靶向贫困小农又有难

度，往往有较多好处流入到较富裕农民手中，这将对贸易、市场和环境造成负面的

次要影响。农资补贴政策一旦启动，要想调整或取消就往往存在政治难度。各国如

欲实施农资补贴计划，就必须在考虑眼前和长远成本的前提下，对潜在益处进行认

真评估。在分析过程中，应考虑肥料使用量和肥料与作物价格预测变化情况、气候

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和不良天气条件造成的可能后果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将

农资补贴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措施，决策者可考虑对其他一些方案进行权衡，如在临

近种植季节时发放与补贴额相等的靶向型现金补助8。 

2.2 作物和家畜保险 

依赖单个雨季生产粮食和获得收入的农民在旱灾面前显示十分脆弱，依赖稀缺

的水资源、在干旱地区放牧的牧民也是如此。突如其来的冲击对农牧民可能造成毁

灭性影响，而这就是社会保护的一个充分理由，社会保护不是应急救灾式的不确

                                                      
8  其中一个实例是墨西哥的 Procampo 计划，在临近种植季节时向所有小农发放现金补助，该计划已取得极佳效果

（de Janvry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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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可靠的事后反应，而是一种如农业保险那样的预设机制。遗憾的是，拉丁美

洲在上世纪 70 和 80 年代为农场提供的公共作物保险却是令人失望的失败案例

（Hazell 等，1986）。其中的主要问题在有关保险市场的文献中并不陌生，那就是

信息不畅。保险商无法区分合理的理赔要求和“道德风险”引起的理赔要求（如，

由于农民在面临冲击时不作为而造成作物减产）。另外，“逆选择”（高风险个人

最有可能购买保险）迫使保险商提高保费，这会打击低风险个人的积极性，使得保

险市场无法持续。然而，如果风险未得到保险会产生有害效应，因此迫切需要采取

干预措施，帮助脆弱的农牧民避免冲击带来的负面后果。此处我们要介绍两种创新

型做法。 

“天气指数保险”将赔付和与当地作物产量密切相关的当地降雨指数联系起

来9。当指数降至一定水平以下时，农民就自动获得赔付，而无需对实际或潜在减产

情况进行直接估算，这样就可避免“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保险意愿”研究确

认，农牧民都对此类保险产品表示出极大兴趣（Vargas-Hill 等，2011；Chantarat

等，2009）。然而，当真正有机会购买指数保险时，真正购买的人却少得让人失望

（Giné等，2008；Giné和 Yang，2009）。 

 

插文 6. 肯尼亚：家畜指数保险 

几百名参加了肯尼亚北部“家畜指数保险”试点项目的牧民在 2011 年非洲

之角旱灾期间领到了现金赔付，当时的卫星图像显示，放牧条件十分恶劣，

15%的家畜可能面临死亡。赔付的依据并不是每位客户报告的家畜实际死亡数，

而是只赔付超出 15%损失率后预计的损失，因此该计划仅能提供部分补偿。假设

预计死亡率为 20%，客户领到的现金仅够用来补栏 5%的畜群，或死亡家畜数的

四分之一。为鼓励较穷困牧民参加保险计划，保险费实行打折优惠。虽然该计划

的商业可行性仍不明朗，但由于保险费市场价对于非洲之角多数牧民都难以承

受，因此家畜指数保险具有作为补贴型社会保护干预手段的潜力，在气候变化导

致高风险生计活动变得更具挑战性和更难预测的时候，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ILRI，2011）。 

这对社会保险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在高贫困率、高风险和高保费的情况下，

认为私人保险市场能在不远的将来取代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其

次，公共部门应在这些新兴的保险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 Giné（2009）指出的

那样，这些市场仍受到对保险产品如何运作理解不足、对保险公司不信任和高昂交

易成本等因素的限制。第三，Alderman 和 Haque（2006）指出，气候带来的冲击会

给发展中国家财政状况造成困难，因为它会提高社会保护支出，减少财政资源。这

就意味着政府可以购买指数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护干预措施。 

                                                      
9  理论上，也可以向渔民提供以渔获量变化为基准的类似的指数保险，但目前尚无有关此类计划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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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共建设项目 

作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项传统的社会保护工具，公共建设项目有着悠久

的历史。在印度，以工代赈的做法在独立前就已开始，上世纪 50 年代推广至全

国，最近又演化为创新性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孟加拉国的以工

代赈和以劳动换现金做法已经成为改善农村道路的关键途径，目前即便是偏远村庄

也有道路与首都达卡连接。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已提高了各家庭

应对反复干旱引起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的能力。本节将对这三个案例进行介绍10。 

公共建设项目之所以在决策者中广受欢迎，原因在于其几项突出特点。首先，

由于劳动要求和通常以粮食而不是现金形式支付低水平薪酬，公共建设项目均属自

我靶向型，可避免“对施舍的依赖性”。其次，设计合理的公共建设项目能在为贫

困人口提供粮食或现金补助的同时，建设有用的物质基础设施。第三，与农业相关

的公共建设项目，如建造梯田或水土保持等，有助于提高农业产量，为家庭粮食安

全做出可持续贡献。 

然而，公共建设项目也遭到众多批评，仍颇具争议。常见的批评意见如下：  

 在从事体力劳动时付出的能量降低了粮食或现金薪酬产生的净营养效果。根据

在尼日尔进行的一项评价所做的记录，公共建设项目参与者的体重指数

（BMI）要低于同一家庭中未参与项目的成人（Webb，1995）。但相反，在

“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业保障计划”中，40%的参与者为妇女，证据表明项目改

善了参与项目的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和营养状况（Dandekar，1983）。 

 劳动要求将很多极脆弱个人和家庭排除在外，特别是老人、残疾人、慢性病

人和孕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计划向劳动能力有限的贫困家庭提供无

条件现金或粮食补助，如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卢旺达的“展

望 2020 计划”，作为对那些针对有劳动能力贫困家庭的公共建设项目的一个

补充。 

 在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群中，女性占有畸高比例，但由于项目对繁重体力劳动

的要求和女性时间安排上所受的限制，女性无法参与公共建设项目。事实上，

性别问题一直是一些计划考虑的问题，它们引入性别配额（例如在卢旺达的

“展望 2020 计划”中，女性在公共建设项目参与者中占 70%的比例），将劳

动分成“轻活”或“重活”并将“轻活”分派给女性，允许女性缩短工作时

间，以便完成家务和其它任务（Devereux 和 Solomon，2006）。 

                                                      
10  如欲了解全球各地公共建设项目的最新实证材料，参见 Subbarao等（2012，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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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建设项目建成的资产在没有得到养护的情况下往往在项目结束后逐渐损

坏。公共建设项目的长期经济收益，即是否对穷人有利，是否能对建造这些项

目的劳动者产生益处，很少得到评价，非薪酬成本通常在公共建设项目预算中

占 40-70%（Subbarao 等，1996），“使得公共建设项目的单位补助净成本大

大高于其它做法”（McCord，2008，第 167 页）。 

虽然存在此类令人担忧的问题（问题往往能够通过谨慎的设计和实施得到解

决），但公共建设项目仍已在减贫和粮食安全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这一点在孟加

拉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实例（见下文）中可以得到证实。 

插文 7. 孟加拉国：以粮食换资产计划和农村养护计划 

“以粮食换资产计划”（FFA）是孟加拉国“综合粮食安全计划”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它每天支付的工资包括粮食（2 公斤小麦）和现金（20 塔卡）。“农

村养护计划”（RMP）也是一个公共建设项目，但工资全部支付现金。参与者负

责养护全国各村庄周围 8.4 万公里的农村土路。2006 年有约 150 万人参加了这两

项计划。“以粮食换资产计划”每年开支约 4000 万美元，由孟加拉国政府、亚

洲开发银行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资金。“农村养护计划”每年开支约 1600 万

美元，由孟加拉国政府、欧盟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提供资金。两项计

划均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养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连接偏远村庄和主要公

路的支路。由于这些道路均为架高道路，因此不会被洪水和雨水冲毁，政府和捐

赠方也能在紧急情况下利用这一路网将粮食运送至困难社区。 

对两项计划的评价结果表明，计划的靶向工作令人满意，这可能与劳动要求

有关:参加“以粮食换资产计划”的家庭中有 84%属于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最贫困

的 30%人口，而参加“农村养护计划”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 64%。参加计划的人

员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计划对粮食消费量产生的积极影响随着补助水平不同

而不同。每补助 1 塔卡，参加两个计划的家庭分别将自己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提高

了日均 23 和 35千卡（Ahmed 等，2010b）。 

 

插文 8. 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 

“生产性安全网计划”（PSNP）是非洲最大的社会保护干预项目之一，

2011 年覆盖了 800 万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项目有两项内容：针

对有劳动能力家庭的公共建设项目（临时性就业）和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家庭的

“直接支持”（无条件现金或粮食补助）。计划的首要目标是降低埃塞俄比亚每

年对紧急粮援的依赖性，具体途径是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建设社区资产，为家庭提

供多年的可预见补助，从而帮助人们从粮食不安全走向粮食自给。该计划从

2005 年开始在被定为粮食不安全的地区实施，所谓粮食不安全地区指连续三年

接受粮援的各区。目标人群是长期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家庭，这些家庭是通过客观



40 
 

标准（如缺乏生存支撑的家庭）、社区筛选和自我靶向等组合方法确定的。虽然

该计划成功地靶向了农村贫困人口，但预算有限意味着并非所有贫困人口和粮食

不安全人口都能从中受益（Coll-Black等，2012）。 

最近的一次评价采用了一种广义倾向评分法来检验参与时间长短产生的影

响。将计划参与时间为 5 年的家庭和参与时间仅为 1 年、领取到的补助额较少的

家庭进行对比后，Berhane 等（2012）发现，该计划能将粮食安全期延长 1.05 个

月。据参与计划的家庭报告，在计划起始阶段，每年的粮食不安全期平均为 3.6

个月，因此这就意味着计划对粮食安全改善的贡献率为 30%。此外，该计划还有

助于在反复遭受冲击的情况下保证粮食安全和资产水平。居住在至少遭受两次旱

灾的地区但领取计划补助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家庭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现有粮食消费

水平。这就足以证明，埃塞俄比亚的公共建设项目为保护和改善家庭层面的粮食

安全做出了贡献。 

 

插文 9. 印度：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在通过一项保障工作权的议会法案后，为履行执政党在选举中做出的承

诺，印度政府于 2006 年启动了 100 天就业保障计划（MGNREGS）。该计划已

成为在社会保护范畴内其它计划中采用以人权为基础做法的一种催化剂。计划目

的是为任何申请就业的人员每年保证提供至少 100 天的就业天数。这项“需求驱

动的”计划与政府以往那些主要为“供应驱动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与别处的

常规公共建设项目做法也同样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当地政府无法按需求提供就

业机会，该计划就会按薪酬的一定比例向申请人支付赔偿。 

初步评价结果表明，计划的效果存在巨大差异（Dutta 等，2012）。计划在

极度贫困的东部各邦进展不如人意，而在较为发达的南部各邦则取得巨大进展。

计划平均提供约 40 天就业天数，但各邦效果各不相同：南部各邦提供的就业天

数长达 70 天，而在贫困率和失业率较高的各邦，如比哈尔邦，计划几乎没有进

展。计划以几项改善治理的创新性做法著称，其中包括社会审计（由当地计划实

施人员集体监督）和一些邦采用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大家期望该计划能加强

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但目前尚未进行过严格的影响评价。 

总之，公共建设项目已被证实是一项应对冲击的有效工具（特别是旱灾和洪

灾），能保证粮食不安全家庭稳定消费，但公共建设项目可能无法提供有效、永久

性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方案。此外，公共建设项目应该注重谨慎设计和有效监测，否

则设计不当和实施不力可能会影响其效果。印度的就业保障计划已成为以人权为基

础做法的全球榜样，印度还采用了一些创新性做法，如社会审计，以应对治理和实

施方面的挑战。以下为整体结论。 



41 
 

 各国在公共建设项目方面的经验各不相同。设计良好的项目对于提高农村贫困

人口的收入和新建或维护关键农村基础设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很多

设计不当、实施不力的项目，存在效果流失和腐败问题。 

 成功的公共建设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严格注重薪酬确定、受益人和项目筛

选程序、可预见的资金保障、社区的参与、可靠的监测与评价、完善治理等，

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 

 政治经济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对于运作良好的项目的持续，还是对于项目的运

作不善都有着影响。 

2.4 粮价的稳定 

快速上涨、波动加剧的粮食价格已在世界范围内对粮食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

胁。为稳定上涨的粮价和遏制物价上涨，高专组在关于该话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几项

全球性举措：建立一个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贸易体系；对投机行为进行预防性监

管；对粮食储存政策进行国际性协调；设立战略粮食储备；遏制生物燃料需求（从

取消强制性要求到取消补贴和关税）；通过援助和多边贷款刺激农业投资（高专

组，2011）。要实施这些措施并使之产生效果仍有待时日。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

政府应该将大幅波动、偶尔出现大幅上涨的国际粮价作为一种事实加以接受。 

表 3. 各国为应对 2007/08 年粮食危机而采用的政策干预措施 

 非 洲 亚 洲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总 计 

受调查国家数 33 26 22 81 

防止价格上涨的干预措施     

贸易政策：     

降低进口关税 18 13 12 43 

限制或禁止出口 8 13 4 25 

国内市场措施：     

暂停/降低增值税/税收 14 5 4 23 

按补贴价出售公共储备粮 13 15 7 35 

限价 10 6 5 21 

帮助贫困人口获得粮食的干预措施 

安全网计划 
    

现金补助 6 8 9 23 

粮食援助 5 9 5 15 

提高可支配收入 4 8 4 16 

促进短期国内粮食供应的干预措施     

生产性支持（农资补贴） 12 11 12 35 

生产性安全网 6 4 5 15 

肥料/种子计划 4 2 3 9 

市场干预 4 9 2 15 

资料来源：Demeke 等（2009）；在 HLPE（2011，第 47 页）中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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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国政府提出的标准化建议是，让国内价格自我调整。然而，由于粮食在发

展中国家消费篮中占有相对较大比例，因此快速上涨的粮价会导致通胀压力，影响

贫困人群和贫困边缘人群中很多人（往往是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在一些情况

下还会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情绪11。为避免此类后果，各国政府往往采用各种干预

措施，降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价格管控、普惠式物价补

贴、降低税收及关税、出口限制（从出口税到直接出口禁令）、释放缓冲库存或应

急粮食储备等（表 3）。 

各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退而求其次”的政策，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根本没有

社会安全网，或安全网规模过小。高专组（2011）、粮农组织（2011a）和粮食安

全全球高级别工作组（2011）等出版物中就稳定国内食品价格政策及宏观经济措施

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讨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则对宏观应对措施进行了深

入全面的讨论。 

2.5 粮食补贴 

粮价大幅上涨曾一度吸引全球决策者关注到一些与粮食有关的潜在工具，如物

价补贴，借此克服粮食不安全问题。本节将介绍受到各国欢迎的两种相关工具—普

惠式粮食补贴和靶向型粮食补贴。 

最常见的粮食补贴是一种直接、无特定靶向目标的补贴，用于为一个国家中所

有消费者减低某种主粮的价格。采用此项政策的政府都被其优点所吸引。首先，它

能增加人们的粮食消费量，特别是低收入消费者。其次，它比其他社会保护计划在

政治上更容易接受。第三，它比收入补助或公共建设项目更容易管理。埃及自上世

纪 80 年代起开始对基本食品实行补贴，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比起富裕人口要消费

更多面包12。同样，del Ninno 和 Dorosh（2003）发现，孟加拉国在洪灾救灾过程中

将小麦作为救济粮分发的做法增加了小麦消费量和人们摄入的总能量，这比同等规

模的现金补助更加有效。 

但普惠式粮食补贴也有很多弊端。关联分析表明，其分配影响不尽人意，因为

非穷人通常能从中获益更多，而且其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极高，一些国

家在财政上已难以承受，结果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普惠式粮食补贴虽然容易管

理，但目前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无法为社会中的困难人员提供帮助，还会

造成浪费，滋生腐败。尽管此类补贴成本高，效果差，但取消或减少此类补贴却并

非易事。埃及在面包价格上涨 5 倍后，曾于 2008 年发生了粮食暴动，政府为此实

                                                      
11  概述参见 Lustig（2008）。 
12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曾就几个国家的粮食补助政策开展了长期研究；参见 Pinstrup-Andersen（1988）和

Breisinger等（2010）编辑的几卷出版物。本节以该项研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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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新的面包补贴，每年所需成本为 25 亿美元。北非和中东一些其它国家则继续

实行普惠式粮食补贴，对现金补助等靶向型工具的利用相对有限。然而，突尼斯已

通过对贫困人口消费最多的商品，如小型盒装奶进行补贴，大幅度降低了补贴成

本，提高了靶向效果，从而在普惠式补贴计划中引入了一种自我筛选成分

（Alderman和 Lindert，1998）。 

虽然普惠式粮食补贴不应该是一种永久性工具，但它在面临价格波动时却是一

项有力、恰当的临时性干预措施。但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仍未解决：靶向型补贴是

否比普惠式补贴有效？靶向型补贴指政府以收入水平或人口类型为依据，对某些家

庭提供粮价补贴。换句话说，国家实行的是双轨价格政策：非目标人群按市场价购

买粮食，而符合条件的家庭则能够按较低价格买到粮食。一种方式是由政府从当地

农民手中按最低保护价采购粮食，再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粮食卖给低收入消费

者。政府采用这种市场采购和销售的方法除了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外，还有利于将粮

食价格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使重要主粮的价格保持稳定。一些南亚和东亚国家就

采用了这种政策工具，很多研究都将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作为研究对象13。 

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政府采用国内采购和公开派发粮食的方法，再加上从政治

上承诺推动粮食生产，起到了稳定物价和解决长期粮食不安全的作用，同时还建立

了粮食库存，以应对阶段性旱灾和洪灾引发的紧急情况。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底

以来，政府采购政策已导致印度出现库存成本上涨，而随着半国营机构的参与，公

开派发粮食的成本也出现大幅攀升（见下文）。在孟加拉国，私有部门在贸易中扮

演着更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相对有限，使得公共干预活动的规模一直相对较小

（del Ninno 等，2007）。 

印度的“公共粮食销售制度”（PDS）已经运作 50 多年。虽然一再更名，但

基本特征一致保持不变：半国营性质的印度粮食公司（FCI）按最低保护价从农民

手中收购粮食，贫困线以下家庭凭领取的配给卡从“平价”商店按补贴价购买粮

食。研究人员一直对该制度进行持续研究，记录其主要弊端：印度粮食公司效率低

下，存在好处外流和腐败现象，受益人靶向不当，因为在近 70%人口在农业部门和

非正式部门就业的情况下，以收入为依据设置的门槛很难监测。Radhakrishna 和

Subbarao（1997）的研究表明，将粮食发放到受益人手中的成本比粮食对于消费者

而言的价值要高 50%。如果再加上靶向不当的成本，政府要将 1 卢比补助发放到家

庭，其成本几乎接近 6 卢比。一项研究表明，排除误差非常普遍，在奥里萨邦，该

制度未能很好地覆盖到最贫困的部落人口（Dev 等，2007）。印度的粮食补贴整体

成本已出现大幅上升，从 1997 年的 2000 亿卢比升至 2011 年的 8000 亿卢比，而对

                                                      
13  已采用靶向型粮食补贴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 

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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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和发展的公共投资却一直停滞不前，引发了大家对补贴挤占关键农业投

资资金的担忧。2011 年的所谓“食物权提案”如果得以颁布，将通过该制度将粮食

补贴的覆盖范围从 1.8 亿个家庭增加到 8 亿多人，以低价格销售印度粮食总产量中

的 30%，将政府在粮食补贴上的开支从 120 亿美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 1%提高到占

国内生产总值 2-3%。 

印度尼西亚曾避免直接向各家庭销售粮食。该国采用开放市场的做法，是为数

不多的几个能成功稳定粮价的国家之一，具体方法是由物流机构 BULOG 负责采购

和销售。印度尼西亚在 1997 年货币贬值后，放弃了采用开放市场稳定价格的办

法，因为对大米实现补贴、使其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的做法在财政上被证明很难持

续，并容易引发走私和再出口行为（Alderman，2002）。印度尼西亚采用特定标准

进行地理位置靶向，用一种设计合理、精准靶向“贫困村”的大米补贴配额制度取

代了粮食市场干预制度，而对于村里的贫困户，则采用将几种贫困代用指标组合形

成的一个简便公式进行靶向。 

通过对粮价补贴经验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项经验教训。 

 各国政府面临为最贫困人口确保粮食安全的巨大压力，粮食补贴似乎是一个颇

具吸引力的方案。目前已有一种普遍共识，认为为消费者提供主粮补贴时应该

采用靶向型做法，为最贫困群体提供收入支持，以取代成本高、效率低的普惠

式粮食补贴。 

 为确保补贴能够惠及最贫困群体，有必要寻求其他具有成本效益的做法实现靶

向，包括自我靶向或地域靶向。虽然用意良苦，但目前的靶向型计划都存在严

重的排除误差和纳入误差。 

 对最贫困群体的关注反映出对任何地方任何人均享有食物权的承认，避免侵害

某些人的此项权利。然而，粮食补贴实施过程中的后勤保障和成本问题也应该

得到认真考虑，以避免挤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同样重要的其它投资。  

2.6 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管理是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粮食安全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当时各国

政府对农产品生产与销售采取了高度干预的政策，以确保国家和家庭层面粮食安

全。如上文所述，各国政府为促进粮食生产而采取农资补贴的做法，为确保低收入

消费者获得粮食而采取粮价补贴的做法。很多国家也采取粮食储备或缓冲库存的

办法，作为粮食供应和粮价出现冲击或季节性波动时的一种保险措施。粮食储备已

在高专组有关价格波动性的报告中得到详细阐述（高专组，2011），因此本报告仅

从社会保护视角出发就此做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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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粮食储备通常由半国营机构负责管理，其目的是通过维持主要谷物的

“价格区间”来保障粮食安全，这个价格区间就是为生产者设置一个最低价，为消

费者设置一个最高价，具体做法是按一个公布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对市场供应进

行管理，防止价格过度上涨。每年收获之后，半国营机构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剩余

粮食，或进口粮食，将其储存在国家粮库中。随后，当农民的粮仓用空，市场价格

开始上涨时，半国营机构就动用自己的部分库存，按成本价投放市场，以稳定供应

量，抑制价格上涨。在歉收年份（如干旱），政府可将储备粮作为粮援。原则上，

粮食储备是一种“四赢”的做法：一是农民知道自己能按保护价出售自己的产品；

二是消费者不再遭受价格飞涨的打击；政府则能实现双赢，因为(a)设置生产者价格

和消费者价格的做法使得粮食储备与粮食补贴截然不同，国家无需承担多少成本；

(b)一旦需要就某种冲击做出应急反应，政府就可以利用手头的实际库存及时分发

粮食。 

遗憾的是，截至上世纪 80 年代，粮食储备的做法一直存在较多问题。生产者

从粮食储备中得到的好处最终都到了较富裕农民手中，而作为粮食净消费者的农村

贫民却难以从中获益（Jayne 等，2006）。人们指责半国营机构扮演着粮食垄断采

购方和销售方的角色，并通过干预市场操纵粮价，认为它们效率低、成本高，还阻

碍了竞争性私有粮食部门的发展。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多数半国营农业企业实

现了商业化或被关闭，粮食储备的规模因而缩小，从而催生了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市

场化解决方案。这些政策改革往往遭到政府抵触，但国际金融机构往往将其作为

结构调整贷款的条件强加给各国政府。这样一个后果就是贸易商和农民都认为这

些改革缺乏可信度，致使在政府部分退出粮食储备活动的同时，各市场行为方又不

愿接手（Jayne 等，2006）。在低收入、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中，在偏远农村地区

开展贸易的交易成本往往极高，而贫困消费者的需求信号又过于微弱，无法吸引贸

易商。结果是，当政府最终退出粮食储备活动时，就留下了一个贸易商不愿填补的

真空。被抛至一边的农村贫民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原

本的国家粮食安全失灵变成了市场失灵。这样的后果有时是灾难性的，如马拉维

（见插文 10）。 

 

插文 10. 马拉维：战略粮食储备的管理 

几十年来，马拉维一家叫做“农业开发与销售公司”（ADMARC）的半国

营机构一直在负责运作战略粮食储备。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战略粮食储备的管

理任务被承包给“国家粮食储备局”（NFRA），由该局负责确保粮食安全，但

需自负盈亏。1999 年，该局贷了一笔商业贷款，用于购买玉米。连续两年取得

丰收后，战略粮食储备于 2001 年初出现了满库存现象，储存的玉米达 18 万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马拉维政府出售这些开始变质的库存。为了降低战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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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的经营成本，偿还国家粮食储备局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建议政府将

粮食储备维持在较低水平，在下一个收获季仅采购 6 万吨玉米。因此，马拉维政

府将战略粮食储备全部售出。 

然而，整个南部非洲 2001 年的作物季受到了旱灾的严重影响，致使马拉维

全国玉米收成减少了 32%。这就意味着国家粮食储备局不仅无法从当地或邻国采

购玉米用于补充战略粮食储备，而且战略粮食储备恰恰在人们最需要利用它来应

对国家粮食危机的时候出现了空仓。玉米价格攀升至季节平均价格的 5 倍，而政

府也无力采取干预手段稳定供应。人道主义援助姗姗来迟使得形势变得更为复

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捐赠方怀疑在粮食储备出售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随后发

生的饥荒夺去了 8.5万人的生命（Devereux 和 Tiba，2007）。 

政府做出的反应就是过度扩大了粮食储备的规模，使储备在 2003 年达到

26.6 万吨的峰值，随后通过亏本出售缩小了规模。通过这些经历，最后政府决定

将国家粮食储备处的库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应急战略粮食储备，仅用于免费

发放，另一部分由农业开发与销售公司出售，以稳定粮价在不同季节之间的波

动。然而，这两部分粮食储备的管理效率仍然受到不同年份收成难以预测的影响

（Ellis，2010）。2005 年，马拉维按相当于商业化进口玉米成本三分之一的价

格购买了南非玉米的一份认购期权，并成功利用这份期权补充国内玉米供应，避

免随后的旱灾引发又一场粮食危机（Alderman和 Haque，2006）。 

尽管粮食储备面临成本和管理上的挑战，但它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粮食安全政策

工具，至少有 35 个国家在 2007/08 年粮价飞涨时动用了公共粮食库存加以应对。

“那些具备合理的库存水平和明确的库存释放规定的国家能更加有效地稳定自己的

国内粮价”（高专组，2011，第 67 页）。一些意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创新性

机制也正在试点过程中，如将储备分成一个实物库存和一个金融基金，或利用期货

市场通过对冲安排及时调入粮食（Byerlee 等，2006）。然而，虽然有必要设立战

略性储备来确保随时保有应急粮食供应，但由于粮食储备做法以往的绩效不尽人

意，应将国家粮食储备作为对其它更加有效的社会保护干预手段的补充，而不是由

它取代其它手段。 

2.7 学校供餐 

学校供餐有几种形式：在学校中提供经过烹饪的餐食，如到校后供应粥作为早

餐，上午提供微量营养素强化饼干作为课间餐，或放学后将谷类、豆类和食用油等

带回家。学校供餐计划遍布世界各地，2010 年仅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在 62 个国家中

开展了此类干预活动（粮食计划署，2012b）。学校供餐计划具有两个目标：减轻

饥饿，改善粮食安全，尤其是针对儿童：通过激励儿童，特别是女童上学和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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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食物，帮助他们集中思想学习，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14。对于贫困家庭而

言，降低上学的机会成本有利于鼓励父母送孩子上学，因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年龄很

小时就往往要参加劳动，而学校供餐的做法有助于减少使用童工的现象（Ravallion

和 Wodon，2000）。 

要就学校供餐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得出普遍适用的结论是件难事，因为各种

供餐计划提供的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有的是微量元素强化食

品。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一些精心设计的研究项目发现，学校供餐的确有助

于提高学员的粮食消费量。菲律宾的一项学校课间餐计划将小学生的热量摄入量提

高了 300 千卡/人/日（Jacoby，2002）。重要的是，父母在家里为孩子提供的食物

量并没有减少，这一发现在孟加拉国等其它国家中也得到再次证实（Ahmed，

2004）。一些研究还发现它对微量元素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Adelman 等（2012）

在分析了集群随机对照试验中收集的数据后，发现乌干达学校中 10-13 岁少女轻度

贫血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因为少女缺铁现

象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主要的营养问题，而乌干达的学校供膳计划就是成功通过干

预解决这一问题的案例之一。此外，研究表明，试验中“口粮带回家”的做法也使

得领取配给的家庭中 18 岁以上成年女性的轻度贫血发生率出现下降。Ahmed

（2004）和 Kazianga 等（2008）也表示这一做法对其它家庭成员带来了积极的溢

出效应，特别是弟弟妹妹。 

“本地产食物学校供餐”（HGSF）是一种利用本地生产的食物开展学校供餐

的做法，而不是利用进口食物或粮援。这种做法从当地农民手中采购（虽然最好是

从贫困小农手中采购，但不一定受此项限制），从而将社会保护直接与国内农业生

产联系起来，同时还能将当地人偏好的食物发放给学员（Sumberg 和 Sabates-

Wheeler，2011）。巴西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这方面经验很有指导意义。起初，食

物烹制后集中分发，这有利于在发放和营养含量的监测方面突出规模效益。但发放

中遇到的困难使得食物无法送到偏远农村地区，或送达时已变质。上世纪 90 年

代，这项做法进行了改革，采购权得以下放，这既提高了发放效率，又刺激了当地

生产。这些改革主要包括设立合理体制结构以防止腐败，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使

用，由当地家庭和营养学家共同努力确保所提供的膳食既营养又符合当地口味

（Otsuki和 Arce，2007）。 

虽然有着这些好处，但学校供餐活动所需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好处，

同时也有人对靶向表示担忧。Bundy 等（2009）估计，供餐计划的行政管理成本平

均为 21%，而现金补助计划则为 9%。学校供餐还有靶向成本。多数计划依靠地域

                                                      
14  有关学校供餐计划对教育效果的影响方面的实证，参见 Grantham-McGregor等（1998）、Adelman等（2008）、 

Bundy等（2009）、Alderman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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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靶向，针对贫困或粮食不安全最严重地区。虽然确定这些地区的成本相对较低，

但这也意味着在学校供餐区以外的粮食不安全家庭中的孩子被排除在外，而在供餐

区上学、来自粮食安全家庭的孩子却被纳入计划。学校供餐也无法帮助已辍学的孩

子，而他们通常都来自粮食极度不安全家庭。而如要将学校供餐计划的靶向工作精

准到单个学生，成本又太大，即便能够做到，对这些孩子也很可能带来令人不快的

羞辱感。 

与这些担忧相对的则是另外两种考虑。首先，学校供餐计划通常意在多重目

标：粮食安全、教育、性别平等、农村增长等，因此其高成本可以理解，特别对于

困难社区而言，因为它们的常见问题就是营养不足、入学率和出勤率低，尤其是女

童（Kristjansson 等，2009）。第二，现有的学校供餐计划可能成为良好的平台，

一旦出现旱灾等冲击时，就能迅速得以扩大，因为它已经为项目交付建立了必要的

基础设施。此外，在粮食危机期间免费供餐也有利于保持儿童入学率，否则他们很

容易辍学，以节约开支或去找工作。 

学校供餐计划并不是解决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唯一社会保护工具，但可以成为

广义战略中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特别是涉及到其它干预活动难以覆盖的目标人

口，如青少年女童。这些计划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够在冲击来临时加以扩大。鉴于其

交付成本较高，因此很有必要试验各种交付方式，测试它们对儿童的上学情况和粮

食安全都能产生哪些影响。 

2.8 补充性供餐 

补充性供餐是为特定个人，包括 6 个月至 2 岁大幼儿（最好继续保持母乳喂

养）这一脆弱人群以及妊娠期与哺乳期妇女，提供食品配给的一种消费或实物补助

方式。由于这些人群具有特殊需求，而家庭内部又无法对这些需求给予特别重视，

因此家庭粮食安全并不一定自动意味着这些脆弱人群的粮食安全。对于儿童而言，

他们的一些特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他们得到的食物是否充足、食物的形式和

进食频率、照料者是否采取措施避免因水质不洁或环境和个人卫生条件不佳造成感

染等，所有这些都会导致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一方面，富有营养的食物是儿童的

一项人权（联合国，1989），此外，从危地马拉一项随机干预活动取得的证据还表

明，补充性供餐有利于提高认知技能、教育效果和成人后的经济生产力，说明社会

补助（此处指为幼儿提供的实物补助）也能成为一项长期经济投资（Hoddinott

等，2008；Maluccio 等，2009）。 

补充性供餐有几种形式：它经常是一种“食品补充”或一个由各种富有营养的

干性食物组成的带回家食物包，也可以是在医疗站或慈善厨房等分发点现场食用的

餐食。“营养补充剂”通常指分发特定微量元素（维生素或矿物质），以防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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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察觉的缺乏症相关疾病的发生，这也被称为“隐性饥饿”，特别关注维生素

A、铁和锌等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往往是以全覆盖方式分发，但如有可能，应在定

期开展需求评估后分发。确保摄入足量微量元素的最常用办法就是饮食多样化、微

量元素补充和食品强化。专家们就此持有不同观点和侧重点（Latham，2010；West

等，2010）。《婴幼儿喂养全球战略》（世卫组织，2003）中介绍了补充性供餐的

准则，随后编写的各国版本也对此有所介绍。 

对于妇女，特别是“未成年女童”而言，孕期和可能发生早孕前的一段时间是

十分关键的阶段，因为她们食用的食物，对于自身和子宫中孕育的胎儿能否摄入充

足营养，对于孕期健康和生育健康婴儿，对于在婴儿 6 个月前纯母乳喂养和随后最

好继续坚持母乳喂养（加上辅食），都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重视妇女的食物权和

营养安全，包括铁和叶酸的补充，被视为一种“跨代社会保护”15。 

食品补充对儿童身高和体重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在加纳（Adu-Afarwuah

等，2007）、危地马拉（Schroeder 等，1995）、海地（Ruel 等，2008）和牙买加

（Sguassero 等，2005）开展的几项研究表明，这一做法对身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在厄瓜多尔（Lutter 等，2008）和马拉维（Lin 等，2008）开展的研究则发现了

证据，证明对体重而非身高产生了积极影响16。同时也需要注重供餐计划采取的实

际形式，这方面差异很大。按照人权和充足食物权的思路和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最

理想的做法是将补助活动与有利于促进行为改变的干预活动结合起来，使母亲和家

人有能力在必要时利用当地食品自行在家为儿童烹制足量食物。这种做法已在墨西

哥有条件现金补助项目中得到采用，它将补助（现金）和对照料者的营养教育联系

起来（Behrman 和 Hoddinott，2005）。相反，在开普敦地区对在初级医疗机构中

接受营养补充餐的母亲的经历和感受进行的一项定性研究则显示，尽管南非卫生部

明确要求在提供营养补充的同时要配套营养教育，但该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和营养教

育配套进行，医务人员对母亲的家庭情况也并不关心（Andresen等，2009）。 

虽然在采取社区或家庭层面的措施后，目前尚未能够找到证据，证明传统的个

人营养状况指标已经有所改善，但这些儿童喂养措施有助于贯彻参与、透明度和赋

权等人权原则，也很容易将问责制纳入参与机制。这些措施还有助于让参与者早日

从培训计划中“毕业”，这样母亲或其它照料者就不再需要因为有新的子女出现营

养不良而再次回来接受帮助。为了在地方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和实现赋权，近年已出

现一种趋势，采用更加系统性的“为培训教员提供培训”（TOT）的做法，动员母

                                                      
15  关于鼓励和保护 6 个月内和 6 个月后纯母乳喂养，各成员国、私有部门和个人可从《母乳代用品销售国际守

则》（世卫组织，1981）以及随后通过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中了解相关信息、指导准则和具体要求，其中还对

商品化辅食的销售和标签做出了规定。 

16  在印度尼西亚（Sguassero 等，2005）和孟加拉国（Begum 等，2006）开展的其他一些评价性研究发现，很少有

证据或完全没有证据说明食品补充能对发育产生影响。但这些计划均在设计和实施上存在严重缺陷。 



50 
 

亲们和“母亲互助”小组自己动手制作婴幼儿餐，并自行确定喂养时间表。其中的

范例包括基于肯尼亚经验（Plan International 2006）的“正向偏差 /家庭策略”

（Positive Deviance/Hearth Approach）（CORE Group，2003）；基于埃塞俄比亚

（Viadro 等，2008）和乌干达（乌干达卫生部，无日期）经验的母亲支持小组；印

度北方邦“关怀 2岁以下儿童”项目（从出生前开始）（Kushwaha，2010）；基于

老挝经验的“哺育未来”营养教育项目（粮食计划署，2012a）。 

最后一点：补充性供餐能解决轻度至中度营养不良病例，而重度长期营养不良

则需要治疗性饮食调理和能救命的体液补充治疗。在治疗性饮食方面，采用“即食

治疗性食品”（RUTF）的做法效果突出，能让重度营养不良儿童快速康复。“即

食治疗性食品”是无需烹制的固体配方食品，通常以花生酱为主要蛋白质配料，以

谷物为基本配方，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产品绝对应该继续作为临床治疗手

段，但康复后的儿童也可能面临再次出现营养不良的风险（儿基会，2009）。令营

养界很多人尤为担心的是，有些医疗人员和机构往往宣传一种观念，认为有良好治

疗效果的产品对预防也有同样良好的效果。这种观点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导致对

这些产品过度依赖，从而影响到母乳喂养，阻碍家庭解决方案的可持续采用（提及

这一点的有 Latham 等，2011；IBFAN，2012）。与此相关的一种担忧是，随着这

些产品可能出现日益商品化，其价格会让贫困家庭无法负担，而且还可能将幼儿对

特殊食品的需求“药物化”，而原本这些食物应该是家庭日常饮食的一个自然组成

部分，虽然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利用当地资源在当地制作“即食食品补充餐”

（RUFS）的例子越来越多，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折衷做法。 

2.9 有条件现金补助 

随着孟加拉国、巴西和墨西哥早年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

（CCTs）已遍布全球各地，尤其在拉丁美洲，同时也出现在南亚和东亚17。有条件

现金补助计划有着三大决定性特征：(1)靶向贫困地区，并锁定这些地区中的贫困家

庭；(2)通常为母亲或家庭中的主要持家者提供现金（有时会是实物补助，如营养补

充剂）；(3)为了领取补助，受益人必须承诺采取某些特定行动。最常见的条件就是

送孩子上学并保证出勤率。在一些国家，条件则是要求妇女坚持产前和产后检查，

确保学龄前儿童接受疫苗接种、发育监测和定期体检等（Adato 和 Hoddinott，

2010）。 

因此，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两个政策目标之间达成平衡：

提高贫困家庭的消费水平和加强贫困儿童的人力资本。所以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

                                                      
17  Milazzo (2009) 就 2009年底前各项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编制了一份注释参考书目。另参见 Grosh 等（2008）

以及 Fiszbein 和 Schad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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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解决短期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及脆弱性长期跨代传播的双重问题。正如 Adato

和 Hoddinott（2010）指出，此类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影响学校出勤率（或体检

率）的首要障碍是对这些服务的“需求”缺失。虽然社会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但

这些服务却未得到充分利用，因为很多家庭无法承受相关费用或辅助性开支，或者

因为孩子要干活而不是学习，或者家长的决定并不一定最符合孩子的利益，或者家

庭内部对女童有歧视倾向。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能帮助人们了解医疗和教育服务的

好处，并为他们提供补助，作为对儿童不再做童工造成的收入损失的补偿或用来支

付辅助性开支（如校服或交通开支），这样就能缓解家庭的压力，促使他们对孩子

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一般情况下，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并不将粮食安全作为明确目标，但有些计

划，如墨西哥的“Progresa/Oportunidades”计划就将改善营养水平作为一项目标。

但由于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能提高家庭收入，因此收入中的一部分会花费在食物

上。但是否能够促进粮食安全还取决于如何衡量粮食安全以及计划参与者的特点。

对于极度贫困家庭，增加粮食消费量是首要重点。对他们而言，收入提高 10%就能

将家庭粮食安全状况改善 5%，粮食安全状况按可供消费的热量来计算。但一旦获

得的热量达到某一阈值水平后，重点就开始转向粮食质量。家庭热量摄入量可能会

继续上升，但上升速度有所放缓。同时，家庭的饮食结构会出现多样化，对水果、

蔬菜和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会出现增加18。 

关于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我们能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各国

找到实证。Hoddinott 和 Wiesmann（2010）对三个此类计划进行了研究，分别是

PRAF 计划（尼加拉瓜）、PROGRESA 计划（墨西哥）和 RPS 计划（尼加拉

瓜），发现在所有受益人中，PRAF 或 RPS 计划均没有对热量摄入量造成统计学上

的显著影响。PROGRESA 计划产生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但影响较小，只为

3.6%。 Fiszbein 和 Schady（ 2009）也发现了类似的微小影响，Hoddinott 和

Skoufias（2004）也有类似发现。Hoddinott 和 Wiesmann 发现，对于各国最贫困的

30%人口而言，这些计划对提高人均热量可供量起到了较大作用，提高幅度介于

5.8%（墨西哥）和 12.7%（尼加拉瓜）之间。此外，计划还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改

善了饮食质量。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水果、蔬菜的消费量分别提高了 12.3%和

52.5%。计划也对从动物性产品中摄入的热量起到了较大作用，在尼加拉瓜，按人

们食用的食品种类衡量，饮食多样化也有所加强。采用随机试验方法得出的这些影

响估计结果与受益人的感受是一致的。当问及开始接受 PROGRESA 计划援助以来

出现了哪些变化时，48%的受益人认为饮食质量有所改善，19%则认为饮食量有所

                                                      
18  一些研究记录了这一关联，如 Subramanian 和 Deaton（1996）、Hoddinott 等（2000）、Gibson 和 Rozelle 

（2002）、Hoddinott 和 Wiesman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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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Hoddinott 和 Skoufias 2004）。这些发现表明，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有利于改

善热量摄入量和饮食质量。 

以行为为条件提供社会补助的做法具有争议性。批评人士指出，设置条件的做

法会提高现金补助计划的行政管理成本和运作难度。一项研究发现，条件的监测成

本在行政管理成本中约占 18%，在计划总成本中占 2%（Caldes 等，2006）。参与

者要想符合条件，会带来直接成本，主要是母亲不得不陪同孩子去诊所看病或参加

社区会议（Molyneux，2007）。有些家庭可能觉得条件很难达到，因此要么自己选

择不参加（自我排除），要么因为不符合条件无法领取补助，使计划的覆盖面和影

响打了折扣。最后，如果要想满足条件，就必须获得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根

本不存在，那么设置条件的做法就无法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而一些家庭却因为自

身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受到惩罚。 

在设置条件这一问题上，很难说到底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由于《世界人权宣

言》中包括获得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第 25 条），因此有人提出，对靶向贫困人

口的社会补助设置任何条件从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Freeland，2007）。但儿童

还具有受教育权，因此提高入学率和出勤率在某些社会中十分重要，必须靠某种机

制解决家长不愿送女儿上学的问题。对于那些确保儿童和妇女权利或保护他们免遭

暴力的政策而言，设置条件有利于确保国家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 

最后，目前仍没有充分证据可以明确证明，设置条件的做法是有效的。一项以

墨西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de Brauw 和 Hoddinott，2011）发现，对于完成 3-8 年

级学业的所有年龄段儿童而言，“无条件”组的入学率要比“有条件”组低 5.4 个

百分点。最受影响的是完成 6 年级学业的儿童，因为这是升中学的关键过渡年份，

此时有很多人会辍学。对他们而言，“无条件”组的辍学率要高 18-20 个百分点。

在马拉维开展的一项精心设计的研究发现，有条件和无条件补助对上学情况的影响

通常比较类似，但如果直接将补助发放给女学童，这一项条件就能让学校出勤率大

幅上升（Baird等，2011）。 

2.10 无条件现金补助 

无条件现金补助包括政府为穷人和脆弱人群提供的无偿社会补助和通常由捐赠

机构出资、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小型试点项目。有条件现金补助在拉丁美洲十分普

遍，而无条件现金补助则在非洲更受欢迎，其中的原因有好几种。最有说服力的理

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社会服务比起中美洲和南美洲往往要更薄弱，而要想

有效提供此类服务，运作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是首要前提。 

非洲最大的现金补助计划在南非，2010/11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被划拨用

于社会援助（Black Sash，2010）。“儿童支持补助”计划为 1000多万名儿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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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接下来是“养老金补助”计划，其受益人数超过 200 万。这些计划采用的手

段都经过测试，能很好地靶向穷人。按收入计算，最贫困的 40%人口中有半数以上

家庭能领取“儿童支持补助”，而最富裕的 20%人口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能领到补

助。在最贫困 20%人口的家庭收入中，社会补助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二（McEwen

等，2009，第 19页）。 

大型现金补助计划能对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的解决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仅

靠现金补助仍无法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因为补助水平通常较低，难以将受益

人推至贫困线以上，但补助有助于缩小“贫困差距”（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离贫困线的平均距离）。全国性的无条件现金补助也能通过提高最贫困个人及家庭

的收入水平，从而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南非的七个社会补助项目将最贫困的 20%

人口从国民收入中分得的比例提高了一倍，将基尼系数19降低了 3 个百分点，而仅

“儿童支持补助”计划一项就将贫困差距缩小了一半（Samson 等，2004）。 

几项研究发现，无条件现金补助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起到了直接的作用20。

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中的“直接支持”部分和卢旺达的

“展望 2020 计划”均对家庭粮食安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Gilligan 等，2008；

World Bank 2010）。赞比亚的“卡洛莫区现金补助试点项目”大大改善了受益人

的饮食质量和营养状况，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消费量均有所增加，每日仅吃一餐

的家庭所占比例从 19%下降至 13%（MCDSS 和 GTZ 2006）。南非领取“儿童支

持补助”母亲的子女预计其年龄别身高会有所增加，成人后身高要多出 3.5 厘米

（Aguero等，2007）。 

在马拉维，“姆钦济现金补助项目”是一个一直严格进行评价的试点项目，对

儿童营养状况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效果。受益家庭中发育迟缓21儿童的比例在一年之

间从 55%下降至 46%，而在未领取补助的“对照组”家庭中则维持在 55%，因此现

金补助对降低发育迟缓发生率的贡献率是 9 个百分点。受益家庭中消瘦22儿童的比

例在一年间下降了一半多，从 16.2%降至 7.2%，但在非受益家庭中也同样出现大幅

下降，从 13.7%降至 6.9%，因此按“双重差分”计算，贡献率为 2.2 个百分点

（Miller 等，2011；参见图 3）。 

 

                                                      
19  基尼系数用来衡量不平等现象，介于 0（不存在不平等现象：每个人的收入完全相等）和 1（存在绝对不平

等现象：所有收入都由一个人占有）之间。 

20  关于现金补助计划的影响，Save the Children（2012）中做了很好的介绍，而 Künnemann 和 Leonard

（2008）则明确从人权角度对此做了介绍。  
21  发育迟缓（年龄比身高）是衡量长期营养不足的一项指标。 

22  消瘦（身高比体重）是衡量短期营养不足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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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拉维现金补助计划对儿童营养的影响 

(a) 发育迟缓 (b) 消瘦 

  

资料来源：出自 Miller 等，2011。 

除直接对消费产生影响外，现金补助还能够刺激对农业和其它生计活动的投

资。玻利维亚针对 65 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项目将消费量提高了相当于补贴额本身

的两倍，但这一效果只出现在农村有地家庭中，因为消费量上升的原因是产量上

升，特别是奶制品、肉类和蔬菜的产量（劳工组织，2010）。巴西的社会养老金也

有一部分被人们用于种子和农具投资。对纳米比亚养老金项目进行的一项定性评估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评估中还发现，定期获得可预见收入使人们更好地从市场购

买粮食，因为贸易商会被吸引到偏远社区，领取养老金的人也能以赊账的方式购买

粮食（Devereux，2002）。 

现金补助对家庭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取决于补助额大小、发放频率和购买力。

如果市场薄弱，且粮价较高或波动性较大，现金的效果会打折扣。也有证据表明，

现金补助如果直接发放给女性，就会对粮食安全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因为女性往

往将更多钱花在购买儿童和家人需要的食物和其它必需品上，而男性则将更多钱花

在非必需消费品和创收性投资活动上（Sabates-Wheeler 和 Kabeer，2003）。目前

尚无证据证明，将男户主家庭中的女性指定为社会补助领取人会增加家庭内部冲突

的风险，但这方面需要在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进一步研究。 

 

2009 2009 2009 2009 2010 2010 2010 2010 

非受益人 

受益人 
受益人 

非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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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促进粮食安全而建立的各种社会保护体系 

上一章介绍了为促进家庭粮食安全而采用的几种不同社会保护工具的各自优缺

点。但社会保护工具不应单独使用，如能将其纳入一个综合性体系，将社会保护措

施与其他干预活动相结合，并与其他社会部门（教育、卫生等）和经济部门（农

业、贸易政策）建立联系，这些工具就将发挥最佳效果。本章将讨论社会保护体系

如何才能满足从业和非从业各类粮食不安全人群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粮食安全需求，

具体侧重四个方面：(1)跨部门联系；(2)纵向联合计划；(3)国家体系：(4)概念性框

架（“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和“粮食安全最低标准”）。 

3.1 跨部门联系 

社会保护对于帮助粮食不安全人口起着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而设计合理、

实施到位的社会保护计划有助于解决造成粮食不安全的根源问题。但单靠社会保护

是无法“解决”造成粮食不安全的所有根源问题以及对营养造成的影响。实现短期

粮食安全不仅要确保家庭或个人获得充足粮食，还要将其与基本医疗服务、洁净水

和卫生条件、适当的信息、教育和技能培训联系起来，才能确保粮食能够得到有效

利用，使人们通过安全、有益于健康的日常饮食，过上营养、健康的生活。实现长

期粮食安全则需要为农业、就业机会的创造、基础设施投资和有利的贸易政策等方

面工作提供支持。例如，如果粮食不安全与就业机会不足相关联，就应该通过公共

建设项目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而不是长期工作机会。 

社会保护计划如能与补充性干预活动相互联系起来，就能对粮食安全产生更加

积极的影响。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基本思路。例如，墨西哥的

Oportunidades 计划就将现金补助与营养补充剂的发放联系起来，从而降低了儿童发

生发育迟缓的可能性，并实际上将儿童发育水平提高了约六分之一（Behrman 和

Hoddinott，2005）。 

如果不将社会保护与部门性计划联系起来，会产生一种风险，那就是社会保护

将自动取代这些计划。如果社会保护计划由外部资源供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

因为这将削弱政府对社会保护投资的积极性，或因为投资不足部门得到了社会保护

计划的补偿，从而削弱了政府对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来

拥有社会保护计划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社会保护计划的所有权更有利

于确保政府的责任感，而正如别处指出的那样，要想在捐赠方推动的计划或非政府

组织实施的项目中引入问责制则有很大难度。反过来，缺乏对服务的投资会破坏与

这些服务密切关联的社会保护计划的有效性。例如，如果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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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供餐计划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但却未能对教育进行投资以扩大教育服务和

维持教育质量，那么社会保护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儿基会，2012）。 

博茨瓦纳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多个主管部门来实施社会保护计划，虽

然该国仍缺乏协调一致的社会保护国家战略。 

插文 11. 博茨瓦纳：通过多部门方式提供社会保护 

博茨瓦纳政府通过几个部委合作实施几项社会保护计划，由各部委联手向各

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群提供全面的社会援助。此类干预活动包括以下几项：  

 地方政府部负责实施一项名为“Ipelegeng”、提供临时性就业机会的公共建

设项目，在旱年项目会扩大。该部还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赠款，用于建造

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创收和农业生产。 

 社会服务部负责实施一项针对赤贫人口的计划，受益人中 73%为妇女，计划

包括现金补助和粮食补助，用于保证饮食的营养均衡。该部还负责实施针对

65岁以上老人的国家养老金计划，领取社会养老金的人中有 60%为女性。 

 教育部负责实施一项全面学校供餐计划，在上学期间为所有政府开办学校中的

中小学生供餐。 

 卫生部负责实施一项“脆弱人群供餐计划”，通过各诊所为 6 岁以下营养不良

儿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发放定量食品。 

“只有到了后期，才有必要将这些需求纳入国家社会保护政策框架中，使不

同政治、社会背景下有组织产生的各种不同计划能够得到协调、合理化和巩固。

博茨瓦纳目前正在经历这一过程，也正在设计一项全面社会发展框架”

（EuropeAid，2012，第 46页）。 

 

3.2 纵向联合计划 

与单一的社会保护工具不同，另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能满足不同群体需

求或者能满足同一群体不同时期需求的几种工具结合起来，使不同工具之间形成合

力（Robalino 等，2012）。综合性社会保护计划往往设置多个相互补充的机制来支

持家庭粮食安全。这方面有两个实例，分别是孟加拉国的“挑战减贫极限计划”和

卢旺达的“展望 2020 年计划”。在这两个实例中，有着不同粮食安全需求的家庭

获得不同形式的社会保护支持，两者均努力帮助某几类家庭实现脱贫，反映出从依

赖计划到实现自立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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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2. 孟加拉国和卢旺达：以综合方式提供社会保护，以实现粮食安全 

孟加拉国：挑战减贫极限 

“挑战减贫极限”（CFPR）是非政府组织 BRAC 实施的一项计划，作为对

孟加拉国非常成功的小额贷款计划的一种补充，其目的是为那些由于过于贫困而

无法获得小额贷款的人口提供帮助。“挑战减贫极限”计划采用一种双轨策略，

为极度贫困家庭同时提供社会援助和生产性资产（生计保护加上生计强化）。项

目靶向的受益人可获得一系列支持措施：每日约 0.4 美元的“生活费”，两年免

费医疗，改善住房、厕所和供水条件的材料等（以解决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中与

粮食无关的问题）。这些受益人还能领到价值 100-150 美元的生产性资产，有些

是免费，有些是软贷款，其中包括家畜、农资、缝纫机等非农用资产，同时还必

须接受相关培训，以确保资产得到有效利用。在计划第一期（2002-2006 年），

参加计划家庭的极度贫困率（日均收入低于 1 美元）从 89%降至 59%，降幅为

30 个百分点，而对照组只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计划第二期的目标是让 86.3 万个

家庭成功退出计划，也就是说，将有 400 多万人通过这一综合策略实现脱贫

（EuropeAid，2012，第 55页）。 

卢旺达：展望 2020 年计划 

“展望 2020 年计划”（VUP）是卢旺达的一项社会保护旗舰计划，它“借

鉴以往经验，认识到由单个部委、捐赠方或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孤立”干预活动

不足以帮助人们摆脱极度贫困”（卢旺达政府，2007，第 i 页）。该计划有三个

组成部分。一是直接支持，为无劳动能力的最贫困农户提供无条件现金补助。一

项评估表明，补助水平足以让获得直接支持家庭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出现大幅提升

（世界银行，2010）。二是公共建设项目，为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就业

机会，使他们通过建造或养护社区基础设施（农村道路、教室），或参与能提高

农业生产率的活动（修建梯田、灌溉）等，获取现金报酬。三是信贷计划，为贫

困个人提供贷款，他们也可以与非贫困人员结成借款小组，利用贷款从事小型创

业活动（养禽、木工）。“展望 2020 年计划”的每位参与者都能通过事先在一

家当地金融机构开设的一个银行账户领取现金补助或贷款，这个账户也能用于储

蓄和获得信贷服务。通过多项干预活动的组合，“展望 2020 年计划”将对最贫

困人群的社会援助、通过由“有生产能力的穷人”参与创建资产和农业投资实现

生计强化、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将最贫困农户纳入金融服务

体系等各项目标联系到一起。 

 

3.3 国家体系 

国家社会保护战略中往往包括粮食安全目标，特别是以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低

收入国家。首先应该明确现金或粮食或农资的“一次性补助”、“定期补助”和

“综合性计划”之间的区别（EuropeAid 2012）。一次性补助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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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强化最为有效，如在旱灾后为农民提供农资或为牧民提供家畜。定期补助在社

会保障覆盖不足的低收入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通常是政府或发展伙伴实施的尚

未制度化的随意性项目，往往在规模和时间跨度上较受限制。相反，综合性计划是

针对所有符合条件公民或居民的永久性安排，有法律作为保障，因此在财政和政治

上都具备可持续性，通常还与一些补充性服务相关联。虽然综合性计划比较理想，

但利用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持实施的定期补助或一次性补助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可

作为临时性措施。本节将利用巴西、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验，介绍系统

化做法的优势。 

3.3.1 巴  西 

按照人权中的充足食物权和粮食主权原则，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是巴西公共政

策的一项战略目标。该国最近在减轻粮食不安全方面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民间社会的

努力，它们组织起来创建正式渠道，以参与社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在曾经导

致科洛尔总统遭到弹劾的“政治道德运动”启发下，包括工会、政党、非政府机

构、专业协会及企业家协会等几百个民间社会组织于 1993 年启动了“反饥饿、反

贫困、保护生命公民行动”。通过该项“公民行动”运动，巴西全国所有县共建立

了 5 千多个地方委员会，发起了一次全国性反饥饿运动。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

制作了一份“饥饿图”为公共政策提供指导，图中显示，有 3200 万人生活在极度

贫困中。“公民行动”运动对于 1993 年“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委员会”

（CONSEA）的创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委员会是由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代

表组成的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为粮食和营养安全制定政策与准则。  

至少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专门针对粮食和营养不安全问题的计划就已经存

在，如“学校供餐计划”，但 1993 年后，这些计划变成了一项政治优先领域。按

照“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委员会”的建议，巴西国会于 2006 年通过了《国家粮食

和营养安全法》（LOSAN）。正如 Rocha（2009）指出的那样，“食物权”目前已

经实现制度化，成为一项国家义务。随后巴西确立了“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体系”

（SISAN），负责制订和实施相关政策，来完成《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法》中提出

的各项要求。这一体系由“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负责协调，其中包括联邦、州和

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与私有部门。粮食的获得是该体系的首要目标，但同时也制定

了相关国家政策，确保粮食生产和销售是粮食和营养安全可持续战略的根本目标。

下文将介绍这方面取得的一些最重要的进展。 

2003 年，巴西启动了“零饥饿计划”,作为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体系和政策的

一个组成部分。“零饥饿计划”中包括两大类干预活动：(1)通过收入补助、学校供

餐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促进就业，帮助低收入人口获得更多粮食；(2)强化家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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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因为它们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单位，且国内市场中供应的粮食大部分靠它们生

产。“零饥饿计划”最初由专门为解决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而新设的“粮食安全和

反饥饿特设部”负责管理。但在 2004 年，“零饥饿计划”和其它社会计划合并，

新设的部也更名为“MDS国家秘书处”。很多“零饥饿计划”项目存在了多年，而

到了卢拉政府执政时，这些项目被扩大或改革，从而提高了有效性。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强化了地方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作用，使其成为粮食和营养安全领域的重要参与

方。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也是巴西模式的重要贡献。地方委员会负责监

测和掌控公共资源在地方性计划中的支出。按照法律规定，要想获得资金，地方政

府必须设立一个地方社会事务委员会，其中至少半数成员来自民间社会。  

国家学校供餐计划（PNAE）于 1955 年启动，是巴西历史最长的粮食计划。该

计划由教育部归口管理，但由各州和各市负责在公立学校、非盈利性学校和公立托

儿所中实施。其主要目标是为土著社区和前奴隶的后裔（quilombolas）提供 30%的

儿童日均所需营养，为所有其它儿童提供 15%的日均所需营养。2010 年，计划使

4500万以上儿童从中受益。该计划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至少将 30%的资源用于从家庭

农场直接购买食物。在全国范围内，地方社会理事会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学校供餐计

划在全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Weis等，2005）。 

“零饥饿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家庭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

这一巴西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典范，实行权力下放。负责受益人登记的市级代理

机构通过一份标准化问卷，为“家庭补助计划”创建了信息库。“统一登记”

（Cadastro Único）收集了有关全国贫困人口的全面数据（收入、住房等），对巴

西贫困人口开展滚动普查，其数据也被其它政府计划采用。“家庭补助计划”在粮

食安全方面已产生巨大效果。其靶向工作做得很好，94%的补助发放到人口中最贫

困的 20%人群手中。家庭食品支出有了大幅提高。6 岁以下儿童的长期营养不良发

生率估计下降了 30%，6-11 个月大婴儿的长期营养不良发生率则下降了 62%

（Grosh 等，2008；劳工组织，2009）。 

巴西的营养不足发生率已从 2000-02 年间的 9%下降到 2006-08 年间的 6%（粮

农组织，2011b）。取得这样的成功归功于两大因素：政府有着消除粮食和营养不

安全的坚定决心；采用综合性方式，使民间社会和私有部门都参与计划的设想、实

施、监测和评价工作。但要想可持续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仍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

在“粮食和营养安全国家委员会”（2009）确定的十大挑战中，边缘化群体被排斥

是其中之一，为应对这一挑战，巴西在 2012 年 5 月启动了一项补充计划“Brasil 

Carinhoso”，其目标是为现有计划未能覆盖的估计 70万极度贫困家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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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印  度23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印度：上世纪 70 年代的印度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近半

数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印度总体上属于一个需要进口粮食的缺粮国，年经济增长速

度长期低于 3%（被戏称为“印度式增长速度”），计划实施缺乏现代化技术，近

80%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缺乏金融和银行基础设施。所有这些特征都已朝着积极的

方向变化。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一次根本性改变。经济增长速

度大幅提升，贫困率逐渐下降，40%的人口实现了城市化，农村地区的金融和银行

网点不断增多，手机普及率快速增长，信息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产业，在创汇中占

有很大比例。增长和社会、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这些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新的脆弱性，

而那些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摆脱贫困的人们（特别是旱作地区的人们）得到的收益最

小。社会保护体系从最近才开始针对新挑战进行调整，很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谁是粮食不安全人群？粮食不安全家庭主要是无地且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拥有

小块土地的边缘化农民、农村旱地地区多数务农和非务农家庭、寡妇、残疾人、城

乡非正式部门的低收入就业人员、居住在城郊贫民窟的城市边缘化人群，特别是以

上各类别中的妇女和儿童。除了这些长期未能脱贫的粮食不安全人群外，还有大量

“新增贫民“，他们中多数面临着短暂性贫困，随着就业和收入情况的波动在贫困

线上下移动，这是过去十年印度经济新发展的一个特征。据估算，短暂性贫困人口

目前所占比例高于长期贫困人口。 

社会保护战略：印度已采用一项三元战略来解决家庭粮食不安全问题。第一类

计划将现金/收入送到长期贫困人口手中，帮助他们从市场上购买粮食。粮食其实并

不短缺，关键是人们无法获得粮食：这些家庭之所以面临粮食不安全，是因为他们

的需求受限。第二类计划为计划靶向的粮食不安全家庭提供补贴价粮食，达到降低

粮价的目的。这样一来，这些计划就能同时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着手实施。虽然从供

应方着手的“公共销售体系”自独立以来一直存在，但从需求方着手的计划则表

明，战略正在逐步针对增长带来的新型脆弱性进行调整。第三类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应对措施，保护家庭免受冲击的影响。 

属于第一类向脆弱人群发放现金的计划包括：英迪拉·甘地养老金计划、残疾

人补助计划、寡妇补助计划、贫困人口免费伤残及意外保险、非正式部门劳动者优

惠社会保险和针对极度贫困家庭的住房补助。所有这些计划多数为保护性，因为它

们提供事前保护，使人们免受收入冲击（老龄、残疾、失去有收入的家庭成员、丧

夫等），使得家庭有能力从市场上购买粮食。 

                                                      
23  本节根据 Philip O’Keefe 领导的一个小组编写的 “为变革中的印度建立社会保护”（世界银行，2011a）改

编，小组成员中包括 Kalanidhi Subba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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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计划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称为“公共销售体系”的粮食补贴计划和针对

学童的午餐计划。公共销售体系以补贴价销售小麦、大米、煤油和糖，补贴额取决

于某一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或以上，或是极度贫困家庭。学校供餐计划为政府办的

学校和获得援助的学校中 1-8 年级学生提供热餐。印度最近采用了一种以权利为基

础的方式来确保粮食安全，为这些计划注入了新的活力。最高法院就一名活跃分子

提交的诉状做出了一项裁决，要求政府考虑将获得粮食视为一项权利。因此，已于

2011 年向议会提交了《国家粮食安全法案》，“确保人们能按承受得起的价格获得

足量的高质量食物，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保障人们一生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印度政府，2011，第 1 页）。一旦得以通过，该法案将保证 75%的农村居民和

50%的城市居民能通过“公共销售体系”买到补贴价粮食。还将向孕妇和哺乳期妇

女提供免费餐食。该法案已认识到粮食安全的性别含义，因此特别指定符合条件家

庭中最年长的女性作为领取配给卡的户主。 

第三类公共建设项目计划也已在印度实施多年，并在 2005 年《国家农村就业

保障法案》通过后，也开始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做法。每个需要工作机会的农村家

庭都有权申请领取一张就业卡，并在当地的村委会登记，随后会在两周内得到一份

工作。他们能获得每年最多 100 天在低技能要求或无技能要求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工

作的机会。由于该计划具备独特的按需提供就业机会的特点，对于解决长期粮食不

安全、失业或歉收等季节性饥饿和灾害问题是一项有效的干预活动。它既能提供社

会援助，也能提供一种代用式社会保险。由于能随时保证提供有薪酬的就业机会，

洪灾或旱灾等冲击就不一定导致人们突然失去粮食保障。 

该战略效果如何？该战略具备多种优点。它能解决与粮食不安全相关的很多问

题，能够覆盖多种脆弱家庭。目前的一种缓慢趋势是朝着现金补助和保险型社会保

险的方向发展，正如中等收入国家的做法一样。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公

共销售体系”作为历史最悠久和从粮食安全意义上看最重要的计划，已出现前文中

介绍的众多弊端，其中包括负责粮食采购和销售的半国营机构效率低下、资源外流

和腐败、受益人靶向有误和运作成本过高等问题。学校免费午餐计划也同样面临食

物质量差和存在腐败等问题。治理已经实际上成为所有社会保护计划的致命弊端。

人们担心如果资源外流、效率低下和高成本问题无法得以解决，那么在新的“食物

权”宗旨下扩大这些计划将无法真正有助于保障目标脆弱家庭的粮食安全。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上存在惰性，对本来可以解决的、已发现的弊端置之不顾。

可以逐步寻求一种更好的计划靶向方式，也可以采用计算机监测和新型技术（如生

物特征识别和正在实施的“单一身份卡”做法）来避免欺诈，欺诈行为应得到严

惩，加强社会审计等创新机制的使用，运作不良的计划可予以撤销。虽然所有的可



62 
 

能性都存在，但改革的步伐一直非常缓慢，而联合政府的政治强制力意味着要想很

快对社会保护体系进行改革是没有希望的，虽然从理论上看，似乎改革对于快速变

化的印度是有好处的。 

3.3.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社会保护在非洲发展议程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与政策的大幅度转变有着关联，即

从粮援转向现金补助，从短期应急行动转向长期可预见的干预活动，从由捐赠方驱

动的项目转向政府牵头的计划或至少是由政府和捐赠方联手合作。这些转变都认识

到，解决长期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结构性根源需要的是系统性干预，而不是专项干

预（McCord 和 Slater，2010）。非洲联盟于 2008 年通过的“非洲社会政策框架”

认为，应快速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面，并通过了“一项新的共识，认为基本社会保

护最低标准至少应包括：基本医疗和针对儿童、非正式劳动者、失业者、老人和残

疾人的津贴”（非洲联盟，2008，第 17页）。 

但非洲各地也存在巨大差异。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等中等收入国家，除了缴费型

社会保障体系外，还设立了有立法支持和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儿童津贴和社会抚恤金

等政府管理的社会援助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和马拉维等低收入国家，社会保障的覆

盖面相对较低，因为有正式工作的人口相对较少，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性较高，粮食

不安全问题急需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主要是为小农提供支持，如农资

补贴和农村公共建设项目。这些计划通常由农业部或农村发展部实施，而不是由社

会福利部门实施，政府和捐赠方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将社会保护和增长和“脱贫”联

系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预算有限，项目周期为 1-5 年。这两种社会保护方式被分

别命名为“南部非洲模式”和“中部非洲模式”（Niño-Zarazúa 等，2010）。纳米

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就分别是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 

纳米比亚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实施几项社会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非缴费型养老

金计划、残疾补助、儿童成长补助和寄养补助。社会养老金和残疾补助由卫生和社

会服务部负责管理，而儿童补助由性别平等和儿童福利部负责，由政府财政拨款资

助。虽然这些计划都没有明确针对粮食不安全问题，但人们已认识到，艾滋病流行

加重了贫困家庭的脆弱性，例如孤儿数量和“缺代”家庭数量在增加，而现金补助

能帮助受益人满足自身的粮食和其它基本需求。在旱年，领取社会养老金的人能利

用这一收入为自己及受旱灾影响的亲属购买粮食，有时会采用赊账方式

（Devereux，2002）。另外，基础教育部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目的是帮助贫困学

生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而初级教育在纳米比亚属于免费义务教育。  

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保护明确宣布其目标为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自 2005 年

起，“粮食安全计划”（FSP）中就开始包括“生产性安全网计划”（PSNP），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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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造社区基础设施和农业资产的“公共建设项目”和为最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援助

的“直接支持”两部分；还包括“家庭资产创建计划”（HABP），通过为生计活

动、推广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支持，帮助农户提高收入、粮食产量和资产水平。按

照预期，那些同时通过“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家庭资产创建计划”领取补助的

家庭能够“摆脱”长期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自给”（GFDRE 2009）。“粮食

安全计划”由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负责实施，主要资金来自国际捐赠方和金融机构。

各种小型社会援助计划由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负责实施，2011 年该部起草了一项《国

家社会保护战略》，提出了几项相关工具，包括：社会安全网、劳动力市场计划、

社会保险计划、改善基础服务计划、为处境困难的人们提供特殊支持等。  

3.4 概念性框架 

目前发展最快的一种全面框架就是“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本报告在起始部分

已就此做过介绍，但此处将做详细阐述。随后将提出一个辅助性概念—“粮食安全

最低标准”。 

3.4.1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SPF）的概念最早是联合国用来应对 2008 年前后达到

顶峰的全球“三大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一项措施，同时也

得益于不断积累的实证，证明社会保护是一种既能保护短期粮食安全、又能促进长

期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一组强有力干预手段。“最低标准”是指为所有人提供一定水

平的社会保障。它将覆盖人的一生，即意味着所有年龄段和不同处境的个人都应享

受基本收入保障和基本社会服务。收入保障应通过合理的社会补助得到保证，如儿

童津贴、残疾补助、针对无业人员的社会养老金以及针对就业贫困人口和失业贫困

人口的就业保障或收入支持。同时还应确保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

教育、水及卫生和粮食安全（劳工组织，2011）。最低标准有一个“横向”要求

（覆盖面或准入）和一个“纵向”要求（服务质量）。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最初遭到的批评是，它只是一个展示给世界各国的蓝

图，完全没有考虑不同背景下各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改革过程。然而，虽然明确

提出了实现全民社会保护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具体的途径和战略却要靠各国自行

决定。实施时应参照现行的社会政策，合理尊重本国国情，如财政资源和政策重

点，整个过程由国家所有。尽管如此，“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是一项明确以权利为

基础的策略，它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发展伙伴提供了指导原则，帮助各国实现获得社

会保障和基本社会服务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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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粮食安全最低标准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确立了一组最低干预措施，旨在帮助所有人实现粮食安

全权或社会保障权。在此我们又提出一组辅助性干预措施，即“粮食安全最低标

准”，目的是帮助各国履行本国实现充足食物权的义务。“粮食安全最低标准”承

认粮食是人类生存的一项基本需求（免于饥饿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中承认的唯一一项“基本”人权），并提出了一组确保人人实现粮食安全的最

低标准干预措施。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合，但“粮食安全最低标准”更加明

确注重保证或保护个人获得粮食的措施，这对于长期遭受粮食短缺或偶发性粮食短

缺的国家或地区尤为重要。 

如上文所述，粮食不安全有多重形式（长期、季节性、短暂性），还有多重根

源（生产、贸易、劳动力或转移方面出现权利缺失）。“粮食安全最低标准”将确

立几项机制，以便按照各国的粮食安全国情，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

“粮食安全最低标准”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保护工具。此外，“粮食安全

最低标准”也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蓝图。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消除贫困的

目标，而不是某一组工具。各国应尽力设计一种方案，在定期开展需求评估的基础

上，将社会保护和其它能最有效确保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人实现粮食安全的干预措施

进行合理组合，并随着时间推移进行调整。 

正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建议的那样，“粮食安全最低标准”

应以权利为基础，并最好被纳入一个“框架法律”，成为实施国家食物权相关战

略的一项主要工具。关于“粮食安全最低标准”的框架法律应包含以下各项内容

的条款：目的；要实现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设置的较现实的时限；宽泛说明实现

目的的手段，特别是与民间社会、私有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对整个过程的体制

性义务；国家监测机制和可能的申诉程序。在制定国家基准和框架法律时，各缔

约国应积极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关于充足食物权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

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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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应对季节性饥饿的干预框架 

 

资料来源：Devereux 等，2008，第 41 页。 

构建“粮食安全最低标准”的一个可用模型就是“应对季节性饥饿干预框架”

（Devereux 等，2008），既能用于应对季节性饥饿，也能广泛应用于其他类型的

粮食不安全状况。该框架分三层（图 4）。第一层是永久性设置、用于应对紧急情

况的一组可扩大的社会援助和营养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价格指数型现金补助或粮食

援助。第二层是“社会保护安全网”，同时包括援助机制和保险机制，如季节性公

共建设项目或就业保障计划、天气指数保险、粮食储备等，专门用于防止人们陷入

饥饿和极度贫困。第三层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些措施，如帮助人们获得土地、水、

肥料与种子以及金融服务，可通过农业发展计划或社会保护计划来实施（如农资

补贴）。 

 

土地的获得 水的获得 肥料、种子的获得 金融服务的获得 

农业生计开发 

社会保护安全网 

季节性就业计划 社会养老金 社区儿童成长促进计划 指数型农业保险 限价和粮食储备 

价格指数型现金补助和援助 急性营养不良社区管理 

营养和粮食安全监测系统 

紧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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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实施中的跨部门问题 

本章探讨社会保护计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挑战，之所以选择

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决策者和分析家经常提出的问题：如何精准实现计划的

靶向？如何避免“依赖性”？各国能承受得起社会保护的成本吗？等等。有关这些

问题的实证资料也正在日益积累。 

4.1 靶  向 

“靶向”指确定哪些人有资格接受某个计划的支持并将资格不符人员筛除出去

的一种机制。相反，“普惠式”计划（如全民粮价补贴）则面向一个国家中所有公

民。社会保护计划应该采用靶向式或普惠式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以有限的实证材料为依据开展的关于如何最精准、最有效地开展靶向工作的相关

讨论也从未间断过。 

靶向至少有三条充分理由。第一条理由是实现计划目标，因为如果一项现金补

助计划目的是减轻粮食不安全，那么它就有理由只针对粮食不安全人群提供现金补

助。第二条理由很现实，决策者总是面临预算有限的问题，因此要想最大程度利用

公共支出，就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身上。第三条理由是追求

分配平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理由，通过将富人手中的财富分配给穷人来减轻不平等

现象，提高福利。 

对靶向持反对态度的人也有几条充分理由。第一，靶向势必会导致两类误差：

纳入误差或“渗漏”，即将资源用在资格不符或无需帮助的人群身上，从而因为浪

费资源而造成低效率和高成本，排除误差或“覆盖不足”，即未将资源用在有资格

的人群身上，造成不平等现象，甚至带来致命后果（如在粮食危机期间）。出现排

除误差的原因要么是在靶向过程出现差错，要么是计划预算不足，无法覆盖所有符

合资格的人员。由于排除误差会带来人道主义后果，Cornia 和 Stewart（1993）认

为它比纳入误差更加重要，但面临预算短缺问题的决策者却往往更关注纳入误差。  

对靶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还指出，普惠式或非靶向型计划才是能够保证每个需

要社会保护的人都能真正获得社会保护的唯一途径，用术语说，就是确保零排除误

差。出于这一原因，普惠式计划也得到了主张以权利为基础派别的青睐。然而，社

会保护权并不一定要求向每个人提供免费补助。例如，老人的收入保障权可以通过

公共和私人养老金相结合的办法得到实现，而对于那些没有参加缴费型社会保障

计划的老人，则由社会养老金作为补充。 

第三个担忧是，靶向有各种成本，对靶向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靶

向的“全部成本”，而不仅仅是行政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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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成本指确定符合条件的受益人和将不符合条件的受益人筛除出去所花

费的实际成本。较为精准的机制（如个人经济状况调查）比起地域性靶向等粗

放机制（对一个粮食不安全地区实现全覆盖）往往成本更高，但理论上也更精

准，而粗放机制则相对成本较低，精准度也较低。 

 个人成本指申请人在登记参加某项计划时所花费的开支和时间，包括交通成本

和排队等候时间。如果这些“准入”成本过高，就可能无意中将符合条件的人

排除在外。 

 社会成本指将社区分成“受益人”和“非受益人”带来的影响，这可能会破坏

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资本，受益人可能有羞辱感，而非受益人可能感到羡慕和抵

触。公共补助也可能会“挤占”私人救助，从而破坏以社会关系网为基础的非

正式社区支持体系。 

 政治成本可以用 Amartya Sen 的话得到简要概括，他曾写道：“专门针对贫困

人口的惠益往往最终都是质量不高的惠益”（Sen 1995：14），意思是普惠式

计划比起只靶向最贫困人口的补助计划，能争取到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另一项

风险是，靶向过程可能被政治化，要么将粮援等资源发放给政府的支持者，要

么用于从反对派那里收买政治支持。 

一项社会保护或粮食安全计划可采用多种办法来确定符合条件的受益人。每一

种都有其利与弊。 

 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ing）指对每个人的收入及资产情况进行评估。理

论上，这是最准确的机制，但需要详细的个人信息，且信息必须经过核实和定

期更新，因为申请人有可能会低报收入，而且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通常变化莫

测。这就意味着经济状况调查实施起来需要极高成本。代用经济状况调查

（Proxy means testing）采用与贫困相关的一系列可观察到的特征（如住房质

量或通电情况），虽不如经济状况调查准确，但成本则大为降低。 

 社区靶向法充分利用当地知识，让居民们自行确定谁是社区中最贫困或最脆弱

的成员。虽然这种做法可能更加精准，成本更低，但它要求社区有良好的凝

聚力，因此这一做法在农村地区普遍比城市地区效果更好，但也容易出现“精

英掌控（elite capture）”的问题，因此必须认真设计，严密监测，确保顺利

实施。 

 分类靶向法利用易观察、难篡改或作假、与贫困或粮食不安全密切关联的特征

作为判断是否符合条件的标准。靶向分类通常以年龄（如老人）、性别（女户

主家庭）或残疾为依据。另一个例子是地域性靶向，即向某一地区的所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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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惠益。分类靶向法对于计划管理者来说很具吸引力，因为它的成本相对较

低，但靶向误差可能较大，例如，并非所有女户主家庭都面临粮食不安全（纳

入误差），而很多男户主家庭却面临粮食不安全（排除误差）。 

 自我靶向法靠提高获得计划惠益的成本或降低惠益本身的价值来打消非贫困人

口的积极性。具体包括：公共建设项目突出重体力、低薪酬的特点；要求领取

现金或粮食的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地点排队领取补助；发放“低质量”商品

（如低质量小麦，或者黄玉米）。从道义上，人们对这一做法有一些担忧，认

为它可能会降低项目效果。例如，降低公共建设项目的薪酬可能意味着参与者

得到的收入过低，难以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靶向机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而是相互组合使用，证据表明，这种组合使用的

办法能够提高精准度（Coady 等，2004b）。例如，某一旱灾救灾项目可能首先要

确定受旱灾影响的区域（地域靶向法），然后为具备劳动能力的粮食不安全人群提

供在公共建设项目中就业的机会，并向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粮食不安全人群提供免费

粮食或现金补助，这些人群包括儿童户主家庭和缺乏支持的老人（分类靶向法）。 

对 100 多个社会补助计划的靶向工作所做的一项全面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某个靶向机制比其他靶向机制更精准。“没有一种能适用于所有计划或所有国

家的最佳方法。在我们的抽样中，靶向效果的差异有 80%是由同一靶向方法的内部

差异造成的，只有 20%是由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造成的。”（Coady 等，2004b，

第 2 页）。选择靶向机制时需因地制宜，并主要取决于计划目的，而靶向的精准度

取决于实施靶向方法时有多严格。 

关于干预活动到底应该采用靶向式或普惠式的争论也同时在涉及粮食安全工具

时出现，特别是粮食补贴和农资补贴，这一点已在本报告前文中提及。大量证据支

持采用靶向法，因为靶向型计划与普惠式计划相比，通常更有利于保证更多的资源

能落实到贫困、粮食不安全人口身上，“但这一点不一定都能做到”（Coady 等，

2004a，第 2 页)。最后，关于不同靶向方法的成本效益，目前的相关资料十分有

限，如能在这一领域投资开展研究，将会有较高回报。 

4.2 方  法 

社会补助应该采用现金、粮食或其他实物形式发放，或是否应该向受益人发放

票券，用来购买有限的几种商品24？经济理论表明，现金比实物更可取，因为它不

会扭曲个人的消费或生产决策。现金补助能为受益人提供自由选择消费品的机会，

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其他必需品，如教育和医疗相关支出（Hanlon 等，2010）。

                                                      
24  本节的依据来自 Margolies 和 Hoddinott（2012），该书对该争议话题以及相关资料和案例研究进行了极为

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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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现金能刺激当地农业生产和非农活动。此外，发放现金往往比起发放粮食或其

他商品成本更低，研究表明，实物类计划的行政管理成本要比现金补助类计划高

20-25%（Cunha等，2010；Ahmed 等，2010b）。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其实不应该存在任何争议，现金补助永远都应该是首选

方案。但如此简单的定论遭到四条理由的反对。首先，现金发放要求有运作良好的

当地粮食市场。Barrett 等（2007）提出以下问题：现金补助的目标受益人是否能够

真正获得市场服务？贸易商能否在不提价的前提下增加当地市场的粮食供应量？消

费者面临的粮食市场是否为竞争性市场？如果对以上任何一项问题的回答是

“否”，那么现金补助带来的购买力就可能因为粮价上涨而受到破坏。2007/08 年

的全球粮价危机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现金补助很少与指数挂钩，因此当

粮价由于通货膨胀、季节性变化或供应不足等出现上涨时，现金补助计划就会很快

失去价值。马拉维于 2006 年启动了一项创新性做法，在一次地方性旱灾过程中实

施了“多瓦地区应急现金补助项目（DECT）”，按照粮价变动情况每月调整现金

补助金额，以便确保购买力不变。2007/08 年斯瓦士兰的“旱灾紧急救助计划”

（EDR）是另一个成功试点，它采取现金和粮食各占一半的形式发放社会补助。相

反，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则未能跟上粮价涨速，在粮价三年内上涨

三倍的情况下，现金补助金额只增加 33%，导致受益人对现金补助产生抵触情绪，

更倾向于粮食补助（Sabates-Wheeler 和 Devereux，2010）。 

第二，粮食补助和现金补助看起来对粮食消费有着不同影响。Ahmed 和 Shams

（1994）以及 del Ninno 和 Dorosh（2003）发现，在孟加拉国，领取粮食补助后要

比领取现金补助后更倾向于消费粮食，而 Ahmed 等（2010a）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对 2005 年海啸灾难后斯里兰卡现金援助和粮食援助的分析表明，与

领取粮食的家庭相比，领取同等价值现金的家庭更有可能使自己的饮食进一步多样

化，购买更多肉类、奶制品和加工食品（Sharma，2006）。但由于现金补助每两周

发放一次，而粮食补助则分两次批量分发，因此由于时间安排不同，很难区分不同

补助方法的影响和相互差别。马拉维农村也曾启动了一项将粮食和现金补助相结合

的计划，通过对该计划成本效益的详细分析后，发现领取现金的家庭均大大提高了

粮食消费量和饮食多样化水平，这意味着现金（而非粮食）补助不一定会降低粮食

消费量（Audsley等，2010）。 

第三，一般来说，受益人应该就援助的形式有一定发言权。在埃塞俄比亚，

Berhane 等（2012）发现，虽然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多数受益人更愿意领取粮食，

而不是现金，但这些偏好并非一成不变。2006 至 2008 年间，受益人的偏好从现金

转向粮食，因为当时粮价出现飞速上涨，特别是在 2008 年上半年（如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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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但随着粮价在 2008 至 2010 年间出现下降，这一偏好在多数地区出现了转

变。在孟加拉国的“以粮食换资产计划”中，近 75%的参与者表示更愿意领取粮食

作为薪酬，而不是现金（Ahmed 等，2010b）。Ahmed 等（2010a）发现，最贫困

的受益人往往偏好粮食补助，但这一偏好在（相对）富裕的人口中则并不明显。此

外，男性通常偏好现金补助，而很多国家的女性则往往偏好粮食，原因可能是女性

通常在家庭中扮演食物管理者的角色（Holmes等，2009）。 

第四，在上世纪 70 和 80 年代，一些国家开始采用食品券的做法，以此抵消宏

观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牙买加），或以此代替普惠式粮食补贴（斯里兰卡）

（Edirisinghe，1987；Ezemenari 和 Subbarao，1999）。虽然食品券的做法最终被

各国舍弃，但过去 5 年中人们对此又重拾兴趣。发放票券的行政管理成本要低于发

放粮食。和现金一样，票券能使当地社区获得购买力，但由于票券只限于购买特定

商品，因此无需过于担心出现发放差错或发放不当的问题。Hidrobo 等（2012）在

厄瓜多尔开展的一次随机干预活动中发现，发放食品券的成本与发放现金相近，但

食品券对饮食质量有更多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在索马里南部等地采用了食品券

的形式开展粮食援助，因为这些地方的安全形势使得发放粮食或现金都难以实现。

随着有关食品券的相关文献不断积累，看起来食品券的做法特别适合城市地区，

因为那里有着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具有实力，特别是具有周转资金的商家，可以接受

票券。 

插文 13. 布基纳法索：城市食品券 

2007/08 年的粮价飞涨对城市贫民造成了严重影响，因为他们的粮食安全要

靠市场，而不是自身的生产。为此，布基纳法索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在城市地

区启动了一项食品券计划。靶向工作分两个阶段。首先，按照贫困的各项量化标

准对贫困城市地区进行预选。接着，在每个选中的地区中，按照住房、资产、交

通手段和健康状况等各项代用指标确定贫困家庭。最终，从 20 万个城市家庭中

选出了 3.15 万个家庭（16%）。每个家庭领到由红十字会发放的 6张食品券，每

张价值 3 美元。补助总额占困难家庭月收入的 45%。这些食品券可在世界粮食计

划署签约商店兑取食品。初步评价表明，该计划靶向工作完成良好，纳入误差极

低，排除误差为 22%。计划帮助受益人在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使自己的

粮食获得状况有了大幅改善。但计划仍遇到一些操作上的挑战，特别是实施单位

能力不足的问题。 

资料来源：WFP，2010。 

4.3 依赖性 

各国政府往往不愿引入社会保护，特别是社会补助，因为他们担心会造成“依

赖性”。他们相信以下各种说法，即定期向人民发放现金或粮食补助将导致他们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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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自立自强的动力，靠“施舍”生活的可能性会导致大量人口选择“懒散”生活方

式，这种做法最终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财政包袱。本报告认为，关于“依赖性”的辩

论将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同时还夸大了对消极影响的担忧。  

每个社区、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成员无法养活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国家有

责任通过社会援助的形式，满足这些人的生存需求，而“需要帮助的”社区成员也

有权得到此类帮助。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保护恰恰就是因为有需求的社会成员和有

能力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成员之间这种相互依赖性而存在的。社会补助也有利于减

轻那些尽管自身也很贫困、很脆弱但仍为受益人提供帮助的亲属身上的压力。由于

这些原因，我们赞同 Lentz等（2005，第 12页）的观点：“帮助困境中的个人、社

区和组织满足基本需求，毫无疑问是件好事，它助长的是积极依赖性”。但同时还

有一种“消极依赖性”。“依赖性综合症”指人们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特征，以

便让自己有资格获得社会保护，或尽力保持自己的资格，不愿退出社会保护计划。  

决策者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补助会致使受益人产生“懒惰”，更准确地说，会使

他们不再努力劳动。这一问题已在谈及有条件现金补助时有过详细阐述。现有证据

也证明，对受益家庭中成年劳动力劳动积极性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甚至往往没有

任何影响。Parker 和 Skoufias（2000）对墨西哥 Oportunidades 计划的研究、

Edmonds 和 Schady（2009）对厄瓜多尔 Bono de Desarrollo Humano 计划的研究以

及 Ferreira等（2009）对柬埔寨 CEESP计划的研究均未发现对成年劳动力的积极性

有任何负面影响。Britto 和 Medeiros（2008）发现，巴西的两项大型现金补助计划

（BPC 和 Bolsa Familia）都未对成年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对墨西哥

PROGRESA 计划的专家调查发现，女性和男性实际上都利用自己领到的现金补助

去寻找工作，有些人从家庭企业转到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工作（Skoufias 和 di 

Maro，2006）25。 

这些研究结果并非只限于有条件现金补助。虽然人们担心定期发放现金补助会

导致受益人“选择懒散的生活方式”，但这一观点在南非（无条件）“儿童抚养补

助”计划中并未得到证实，在该计划中，受益家庭中的成人比起非受益贫困家庭中

的成人更有可能去寻找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领到的补助支付交通费用和托儿费

用（Samson 等，2004）。当纳米比亚在一个社区开展普惠式“基本收入补助”计

划时，失业率在 6 个月内从 64%降至 52%，因为受益人利用领到的一部分补助投

                                                      
25

  也有一些研究的确发现对成年劳动力供给造成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比较有限。Damon 和 Glewwe 

（2007）发现，参加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家庭每周的劳动时间要比未参加计划的同类家庭少 2-7 小时。

Maluccio 和 Flores（2005）发现，尼加拉瓜的“Red de Proteccion Social”计划大幅度降低了成年男性在随

后一周的劳动小时数（但女性的劳动小时数未受影响）。De Brauw 等（2012）发现，虽然参与 Bolsa 

Familia 计划减少了参与者在正式就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但同时对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却有所增加，

从而抵消了这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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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设立非正式微型企业（面包房、裁缝铺），而他们的邻居也有更多现金购买这些

商品与服务。依赖性还能通过其它途径得以降低。女性借此获得了经济自主和性自

主，低薪酬劳动者有了更多权利，能要求雇主提供公平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 2008）。这一证据表明，现金补助有助于减轻受益

人对亲属及邻居的依赖性，最终甚至减轻他们对国家的依赖性；现金补助有助于

减轻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现金补助还有助于减轻低薪酬劳动者对剥削型雇主的依

赖性。 

有关打击劳动积极性的担忧一直以来是围绕粮援开展的辩论的一项特征。有人

认为，粮援会压低当地粮价，破坏农民为市场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甚至退出粮食作

物生产，转向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从而使国家粮食产量下降，接下

来几年需要更多地依赖粮食进口和粮食援助。粮援无论是以救灾或以工代赈或学校

供餐形式发放，都会抢走当地贸易商的生意，阻碍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但现有证据

并不支持这些假设（Abdulai 等 2005）。参与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

人实际上看到自己的作物产量有了提高（Berhane 等，2012）。 

另一种担忧是，补助可能会“排挤”私人汇款或社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资

金。但这方面的证据也各不相同。Albarran 和 Attanasio（2003）在墨西哥的

Oportunidades 计划中发现了一些此类证据，而 Nielsen 和 Olinto（2008）也在尼加

拉瓜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但 Davis 和 Teruel（2000）却未在 Oportunidades 计划中

发现任何有关排挤的证据，而 Berhane 等（2012）也未在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

全网计划中发现任何排挤私人资金的证据。 

有偏见认为，社会保护会催生大面积的依赖性综合征，因为它促使受益人减少

劳动时间，或通过一些刻意行为使自己符合申领社会援助的标准，但除了一些道听

途说的故事外，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却十分缺乏。设计良好的社会保护干预活

动不仅不会催生依赖性，反而会赋予人们权利，提高而不是降低人们的自立能力和

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对打击积极性的担忧不应该成为决策者为减轻粮食不安全而实

施社会保护计划的绊脚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关注这些后果。显然，如果

补助额过高，可能会对劳动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但迄今为止，似乎补助额过高的

现象并不普遍：“补助额过低的现象要比补助额过高的现象更为常见”（Grosh

等，2008，第 10页）。 

4.4 退  出 

退出指“现金或粮食补助受益人从依赖外部援助转向不再需要这些补助，从而

退出该计划的过程”（Devereux，2010，第 9 页）。退出社会保护计划是各国政府

和捐赠机构最关心的一件事，因为他们都对长期提供社会补助的财政可持续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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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希望避免受益人因此产生对补助的“依赖性”。退出有时被视为是“依赖性

综合症”的一剂解药。它为供资方提供了一项撤离方案，使计划能够在固定期限内

按照固定预算得以结束。对退出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违背了社会保护是一

项无法设置期限或“无法项目化”的权利这一原则。此外，正如在有关依赖性的讨

论中指出的那样，有些人群，如养老金领取人，是不应该被指望能退出的。  

这里还有其它一些复杂因素。首先，贫困人口的生计变化无常，这可能意味着

家庭在不同阶段内不断在有资格领取社会保护和无资格领取社会保护的状态之间摇

摆，退出是一个线性概念（假设人们的收入水平呈递增趋势），但生计却是动态趋

势，往往难以预料，特别是在粮食不安全地区。第二，这种“悠悠球”效应可能因

为计划本身得到进一步放大，因为领取补助让受益人超过贫困线，但退出又会让他

们重新陷入贫困。第三，了解领取标准和退出门槛的家庭可能会刻意采取策略，使

自己停留在贫困线以下。 

此外，必须区分“达到退出门槛”和“可持续退出”这两种概念，前者指参与

者的收入或资产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被评估为不再有资格领取社会援助，后者是一

个较为动态的概念，意味着“(a)有能力在未来获得足量粮食和收入；(b)有能力应对

未来冲击”（Devereux，2010，第 9 页）。在某个时间点跨越收入或资产门槛并不

一定意味着该家庭已经具备应对能力，能够在未来保证使自己停留在门槛上方。这

种双重要求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采用的退出方法中体现得十分明

确，被概念化为从“长期粮食不安全”向“粮食充足”的过渡。“已退出的家庭指

那些在不再领取生产性安全网计划补助的情况下，仍能在一年 12 个月中保证满足

自身粮食需求并有能力应对较轻冲击的家庭”（FSCB，2007，第 1页）。 

虽然对粮食安全有一个较好的可操作定义，但要想利用可操作词汇来界定“粮

食需求”和一个家庭“应对较轻冲击”的能力却并非易事，这需要有易于准确监测

的简单但却健全的指标。认识到这一点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退出工作依据的是

一套退出“基准”，即一个家庭填补每年粮食空缺时所需的资产组合（家畜、农

具、土地）（Gilligan 等，2007）。这些资产组合被转换成现金等值，但各地区等

值各不相同，因为考虑到土地质量存在地域性差异（因此各个家庭创收能力也有所

差异），且各地粮食市场状况也有所不同。这种做法的其中一项缺点是，在埃塞俄

比亚通胀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这些基准需要经常重新调整。 

卢旺达“展望 2020 年计划”的退出工作则以参与式“社会绘图”为基础，作

为计划靶向和重新靶向过程的一部分，每年开展一次。它将每个农村社区的所有家

庭按照地方性标准分成六大财富类别，其中属于最贫困两个类别的家庭有资格参与

“展望 2020 年计划”，如果有劳动能力，则参加公共建设项目，如缺乏劳动能

力，则领取“直接补助”。如果某个家庭被归为第 3 类或更高类别，它就不再有资

格参加计划。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由社区推动，以当地知识为依据，而不是采用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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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或被人篡改的“客观”指标。但有证据表明存在资格在不同年份之间不断变

化的现象（Asselin，2010），另外也存在社区机制随着时间推移被扭曲的风险，

因为目前被归为第 1 类或第 2 类的家庭能够获取可观的利益。 

虽然对现金补助计划的评价证明，一部分现金往往被用作对生计活动的投资

（Barrientos 和 Scott，2008），但多数现金被用于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且投资效果

仍不足以让受益人退出计划。因此，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退出工作都通过几项现

金补助计划的组合来推进（免费提供或附带劳动要求），如在埃塞俄比亚提供蜂

箱，帮助人们生产蜂蜜供出售，在卢旺达提供小额信贷，以推动养禽售鸡售蛋等创

收活动。至今为止，仍缺乏充分的独立证据来证明是否已经成功实现退出。在卢旺

达，小额信贷在 2010 年才刚刚启动，虽然很多参与“展望 2020 年计划”的家庭已

经不再属于第 1 类或第 2 类，但有资格的家庭数量一直保持稳定，甚至出现增加，

因为部分“脱贫”家庭在一两年后又重新返贫。 

如上文所述，在孟加拉国，由 BRAC 实施的“挑战减贫极限”计划主要为生活

在极端贫困中的农村妇女定期发放现金、生产资料和提供培训。在第一期（2002-

2006）中，计划成功地帮助几乎所有 10 万个受益家庭“退出”“极端贫困”，转

为“中度贫困”。根据自我评估，粮食不安全比率从 60%下降为 15%，热量摄入量

从 1750千卡/日上升至 2145千卡/日（Matin等，2008）。BRAC的退出路线参见下

图（图 5）。 

图 5. BRAC 的退出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 Hashemi 和 de Montesquiou（2011，第 3 页）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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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总之，对于那些关心如何最大程度降低“依赖性”和管理好社会保护计划成本

的决策者来说，退出是一个合理目标。然而，退出必须是一个谨慎的过程。与靶向

不同，关于退出目前仍缺乏充足的实证材料，难以为计划的设计者提供指导，帮助

他们寻求最合理的退出机制。必须看到，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退出，跨越某个门槛

不一定意味着该家庭就能在未来实现自立，过早退出可能使人们陷入更困难的境

地，因为由于他们参与了计划，以往的非正式救助网络已经不复存在。认识到这些

现实后，决策者应该将重点放在社会保护的核心功能上，即确保贫困和脆弱家庭能

够有效得到保护，避免在任何时候跌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而不是努力在尽可能短

的时间内使他们超越贫困线，退出社会保护计划。 

4.5 经济承受能力 

围绕社会保护计划实施展开的讨论不可避免涉及到关键的资金问题。低收入国

家能够承受得起全面社会保护吗？我们经常听到决策者说，虽然他们非常愿意引入

或扩大社会保护体系，但却缺乏财政实力。成本问题也是社会保护难以做到以权利

为基础的原因之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往往被很多政府视为“难以承受”。这

样的说法将困难与选择混为一谈。 

Pal 等（2005）提出了基本社会保护的三种方案。在以赞比亚社会现金补助计

划为依据的第三种方案中，占人口 10%的最贫困家庭每月领取 13.71 美元（购买力

平价）的现金补助。Pal 等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四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喀麦

隆、几内亚和塞内加尔）中，计划的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15%到 0.30%不等。

必须注意，虽然这一计划将减轻最贫困人口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但它无法在这些国

家中消灭粮食不安全现象。但即便是这种最起码的干预活动，各国是否能够承受得

起呢？ 2010 年，这四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1.3%到 1.6%不等

（SIPRI，2012），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他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军费支出

所占比例则更高。因此，即使在极度贫困的国家，社会补助原则上仍可能通过重新

分配现有政府资源获得资金。 

计划目标越高，其成本就可能更高。Grosh 等（2008）引用了一系列关于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全民养老金计划财政成本的研究结果，发现按照年龄段分界和补助

规模不同，其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1%到 10.6%不等（Grosh 等，2008；另见

Kakwani 和 Subbarao，2007）。国际劳工组织(2008)发现，在一些亚洲和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收入保障或就业计划的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0.3%至 0.9%之间，而

“基本社会保护一揽子计划”（包括全民养老金和残疾补助金、基本儿童津贴、全

民基本医疗和社会援助或 100 天就业保障计划）的成本则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4%至

10%以上（ILO，2008，第 10 页）。最后，Lustig （2012）估计，要想让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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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2.50 美元（购买力平价)的贫困线，所需资源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墨

西哥和秘鲁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0.15%、1.48%、0.41%、0.28%和 0.53%
26。  

图 6. 社会援助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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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untries (n=73) 

Source: Data on 87 countries taken from WB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s or other similar work. Not all reports offered data on social assistance spending.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从世界银行公共支出报告或其他类似材料中选取 87 个国家数

据编制而成。 

这些数字与实际支出情况比较会有什么结果呢？图 6 显示了 87 个数据齐备的

国家中“社会援助”27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28。可以看出，各国的社会

援助支出情况存在极大差异，从近乎零到 7%，但多数国家的比例介于 1%和 3%之

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以上用于社会援助计划的国家很少，但并非完全没有。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毛里求斯，它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案例。毛里求斯经济

发展势头强劲，同时自独立以来就建立了一项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说明经济增长

和对社会保护的投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Bunwaree，2007）。 

各国可以通过四个渠道为社会保护计划提供资金：从其他部门转拨资金、提高

税收、寻求国际无偿资金、借贷。Grosh 等（2008）指出，每一种渠道都有利弊，

因此各方就在经济部门、其它社会部门和社会保护之间如何最合理地平衡支出争论

不休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逐步提高社会保护支出会带来好处，正如一些国家已经

成功地从一两个小型计划着手，一步步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因为缺乏经济
                                                      
26  有关资金来源的相关信息，请参见 Pal 等（2005）；Barrientos（2007）；Grosh 等（2008）。 

27  “社会援助”的内容在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它可以包括现金补助、靶向型价格补贴、食品配给商店、免除费

用、救灾、社会投资基金、小额贷款等。 

28  很多国家的数据缺失，而有些国家的最新数字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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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能力而放弃社会保护计划的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各国政府都有资源，都应

该就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做出选择。它们应该将更多支出用在社会保护上。 

4.6 可扩大性 

2008 年粮食危机时，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呼吁利用社会安全网来保护那些受影

响最严重的人们。但事实上，比安全网更常见的是与市场相关的干预活动，如出口

限制或出口禁令、按补贴价出售公共储备和农资补贴（高专组，2011）。即使在具

有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如墨西哥，最初的应对措施就是实施价格补贴，随后才

对安全网 Oportunidades 计划的现金值进行了调整（Lustig 2008；Grosh 等，

2011）。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在价格飞涨的情况

下，很多政府都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而释放库存或实行价格管制都可以通过

行政命令得以实现。这还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扩

大一项安全网来应对某种冲击还缺乏了解。 

“扩大”在此处有三个意思：在不存在安全网的情况下引入一项安全网计划；

将新增贫困人口（例如由于粮价上涨而出现的新增贫困人口）纳入安全网；或在安

全网提供固定数额现金的情况下，提高补助额，以便（部分）补偿受益人因为购买

力下降而遭受的损失。新建（或调整后的）安全网中必须包含灵活的资格认定机制

和快速审核机制，并应注重提高农村及郊区贫困人口的自给自足农业生产力

（Lustig 2008；de Janvry和 Sadoulet 2011）。 

要了解如何最好地扩大安全网，就必须考虑两组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冲击

的性质，因为不同的冲击会给不同人群带来不同影响。自然灾害（海啸、洪灾、地

震或飓风）会毁坏家庭资产，减少有薪酬劳动机会和非农创收机会，并可能影响农

资的获得，或给农民出售自己的产品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冲击仅发生在

局部地区，且粮食市场一体化程度良好，那么就不会导致粮价上涨。相反，国际粮

价上涨传导至国内粮食市场后，也不一定对资产或生计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但的确

会降低购买力29。第二，必须了解受冲击影响的是已经被纳入某一安全网的家庭还

是未纳入安全网的家庭。 

令人吃惊的是，有关如何才能最好地扩大安全网来应对一般性冲击，特别是粮

价冲击，我们手头的系统性知识十分缺乏。虽然用“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和社会安

全网”这一关键词在谷歌上搜索后，共发现超过十万条链接，但对安全网在应对

2008年粮价危机时的作用却似乎没有任何深入的评价。 

                                                      
29  更多详情请参见 Hoddinott 和 Quisumbi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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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可扩大性我们一无所知。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

划”自 2005 年来一直在实施。多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及资助该计划的捐赠方都

在努力加强计划应对局部冲击的能力，特别是应对旱灾的能力。这体现为对地方性

机构能力进行投资，提高他们在气候型灾害来临时及时报告的能力，并在冲击来临

时制定应急计划。预算中有一部分专门用于此类应急行动。当地官员可灵活利用这

部分经费，通过增加公共建设项目劳动天数来增加现有受益人的收入，或通过社区

靶向机制，发现由于受冲击负面影响而出现的新增受益人并将他们临时纳入计划。

这种做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它具有明显潜力，适合用来应对旱灾等势头较慢的气候

型灾害（Berhane 等，2012）。而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应对粮价冲击的能力则相对

有限。 

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经验揭示了 Grosh 等（2011，第 6 页）提出的一个普遍观

点：“我们用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应对粮食危机能力的简单、定性标准就是它

是否在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具备一个或多个高覆盖率或可扩大的靶向型扶贫计

划，可以作为安全网”。简而言之，如果各国政府仅在冲击出现之后才开始考虑安

全网的事，那么多数情况下就已为时过晚，难以奏效。 

就此可以得出几项结论。首先，在一个冲击愈加频繁的世界里，粮价波动可能

会愈加严重，气候变化可能会提高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因此建立常设安全网

的理由愈加充分。第二，“新设”安全网或经过调整后的安全网应该能够快速发挥

两项作用：将（因粮价飞涨而致贫的）新增贫困人口纳入安全网和提高补助额，以

便在一定程度上给现有受益人购买力受损提供补偿。第三，定期开展脆弱性评估能

够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在冲击来临时，哪些地区或哪些人群

应该成为靶向对象，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安全及脆弱性全面评估”就能

帮助我们了解哪类家庭最容易受各种不同冲击的影响。 

最后，社会保护计划的预算中应包括一项应急款项，可用于在冲击来临时向受

益人和/或新增受益人发放额外补助。这符合关于社会保障权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

见》，意见中提出：“应特别重视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应对紧急情况，例如在自然

灾害、军事冲突和作物歉收过程中或之后”（UN CESCR，2008）。 

4.7 问责制 

问责制是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来保障粮食安全和开展社会保护时在各级都

要遵循的一项关键原则。《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充足食物权受到侵害的

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应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有效的司法或其他合理补救。……国

家监察员和人权委员会应负责处理食物权侵权问题”（UN CESCR，1999，第 32

页）。在实施方面，《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指出：“社会保障计划的受益人必须

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行政管理过程。该体系应遵循国家法律，并确保个人及组织

有权利明确、透明地寻求、获得和分享与社会保障权利有关的信息。”第 27 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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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应及时提供惠益，使受益人真正获得社会保障服务，从而得到惠益及

信息。” 

这些原则正被引入到社会保护规划过程中，对于政府实施的计划尤为有效，可

以通过在国家和公民或居民之间确立一种可上诉的（从依法执行的）“社会契约”

来实现粮食安全和社会保护，但它们对于捐赠方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和实施的项目也

同样有效。将社会保护从一种随意性施舍提升为一种可执行的权利，其作用不能小

觑，它不仅从“道义上”为权利人赋权，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而且还从实际操

作层面让他们更好地获得服务，提升服务的交付质量。南非和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就

能证明这些观点。 

 

插文 14. 南非：获得社会援助的可上诉权利 

南非于 1998 年按照《社会援助法案》修订案启动了“儿童抚养补助计划”

（CSG）。截止到 2011 年，该计划已覆盖 1100 万儿童，成为非洲最大的现金补

助计划。该计划从靶向、覆盖面和对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儿童福祉的影响各方面

均被视为极为成功。一项采用分组数据开展的评价研究发现，根据自我汇报，领

取补助的儿童比同类贫困家庭中未领取补助的儿童的饥饿发生率在统计学上有显

著降低（Samson等，2011）。 

Proudlock（2011）展示了民间社会如何通过倡导、委托他方开展研究甚至

将政府告上法庭等办法，促使“儿童抚养补助计划”快速得到推广，申请标准得

以扩大（如年龄限制、经济能力调查和身份材料要求）。一项关键发现是，南非

《宪法》中将社会援助权确立为一项可依法执行的宪法权利，并在国家法律中依

法确立了儿童抚养补助的领取权利，这些都成为民间社会从法律上要求政府尽责

交付这些权利的必要依据。 

 

插文 15. 肯尼亚：现金补助计划中的申诉机制 

“饥饿安全网计划”（HSNP）自 2008 年以来已为肯尼亚牧民区 6 万户贫困

及粮食不安全家庭提供了定期现金补助，其目的是减轻极端贫困、营养不良和对

粮援的依赖。尽管该计划是一个捐赠方资助的试点项目，覆盖面有限，项目周期

为 4 年，但它引入了几项以权利为基础的创新性机制。还在每个计划覆盖社区设

立了一个独立的权利委员会，负责处理受益人或非受益人提出的与计划有关的申

诉（如认为自己符合资格但却被排除在外的人），还为每个地区指定了一名社会

保护权利协调员。 

《关于权利与责任的计划章程》从问责制、非歧视、参与、赋权和性别平等

等各项人权原则出发为该计划奠定了基础。而《公民服务章程》则就补助的发放

做出了规定：应全额、及时支付补助，支付点应设立在离受益人家不远的地方，

所有申诉必须在 30 日内提出，所有当地居民均应有权了解该计划，并受到尊重

（Devereux 和 Whi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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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社会保护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着有力的协作关系。有效的社会援助计划有助于

减轻长期粮食不安全或饥饿，而由需求驱动的或可扩大的社会保险和安全网计划则

有助于应对季节性或难以承受生计冲击而造成的短暂性粮食不安全问题。  

本报告以针对各类社会保护计划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所做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报

告中提出的实证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应该加强对社会保护的投资。

本报告还以基于人权的方式为基础，指出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是互补的两项权利，

实现这两项权利不仅具有道义和法律意义，还对实现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基本政

策目标起着关键作用。 

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社会保护计划通过不同渠道实现食物权 – 生产（如农资补

贴）、劳动力（公共建设项目）、贸易（粮价补贴、粮食储备管理）和补助（学校

供餐、补充性供餐、现金补助）。没有任何一项社会保护机制或干预一揽子计划比

其它机制或计划更优秀。因此，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机制或一揽子计划就取决于干预

活动的目标，而其影响将取决于设计和实施的质量。 

要想创立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来应对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就必须采用战略性

思维和相互连贯的干预一揽子计划，而不是依靠单个工具或计划。在社会保护与其

他部门之间建立政策联系也很重要，这些部门包括农业、教育、医疗、营养，还要

使社会保护在各项政府体系中实现制度化，最好能够得到立法支持，将可上诉的

权利赋予符合资格的公民及居民。 

最后，决策者可从其它国家的经验中获益良多。本报告总结了来自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的大量案例研究结果。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着同样的设计难题：如何实

现精准靶向，如何避免依赖性，采用哪些方法，等等。社会保护是一个快速变化的

政策议题，各种创新性做法在不断涌现，这些新做法都可以按照当地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后加以采用，如重新设计公共建设项目，使之成为就业保障计划，或引入问责

制，如申诉机制和社会审计。 

本报告起始部分提出了两套具体建议。第一套针对决策者，第二套针对粮安

委。我们希望这些建议和本报告能为人人实现充足食物权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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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1. 与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相关的人权思想的关键出处 

本附件另有一份篇幅较长的报告网络附件，可从高专组网址上查阅：

http://www.fao.org/cfs/cfs-hlpe 

国际人权法律及规范中的实证 – 简介 

本研究在阐述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时采用了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参见

第 1.4 节）。可能并非所有读者都充分了解这一方式的基础，即与人权的保护及促

进相关的国际体系。本附件将介绍通过人权方式评估或规划为实现粮食安全而采取

的社会保护措施时可利用的相关信息，并为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奠定基础。  

本报告的侧重点是人类的食物权和社会保护权，但任何一项权利都不能脱离国

际人权法律中确立的广义国际人权规范、原则和程序。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以

粮食安全为目的的社会保护的潜力，本附件将简要介绍该框架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两

项具体权利的一些细节和相关诠释。此外，附录还将介绍可通过电子方式参考的更

多阅读资料和相关链接。 

图 7. 关键国际人权文书一览 

 

资料来源：基于 Eide and Krach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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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残

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 

(CAT) 

 
(1984/1989) 

 

已获 150个

国家批准 

《儿童权利

公约》 

(CRC) 

 

1989/1990 

 

已获 193个

国家批准 

《保护所有迁

徙工人及其家

庭成员权利国

际公约》 

(ICRMW) 
 

(1990/2003) 

 

已获 46个 

国家批准 

《残疾人权利 

公约》 

(CRPD) 

 

(2006/2008) 

 

已获 114个国家

批准 

《保障所有人 

免遭强迫失踪 

国际公约》  

(CPED) 

 

(2006/2010) 

 

已获 32个国家 

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1966/1976 

 

 

已获 167 个国家批准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CESCR）1966/1976 

 

 

已获 160 个国家批准 

http://www.fao.org/cfs/cfs-hl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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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将促进人权作为联合国三大主要目标之一：和平

与安全、平等与人权、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 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UDHR）对人权的内容和具体清单做出了规定，随后的各项人权文书对此做出了

进一步阐述，其中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公约）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 ICESCR），加上《世界人权宣言》，共同组成了“国际人权法

案”。随后的各项公约则侧重于涉及特殊主题和人群，包括妇女和儿童。图 7 列出

了具有约束力的主要人权公约、其通过和生效时间以及截至到 2012 年 6 月 1 日已

批准公约的国家数量。所有公约均为独立公约，任何一项特殊公约（迄今共有 7

项）都不从属于一项或多项其它公约。所有公约均可通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网址查阅到30。 

在这些公约及宣言的基础上，已演化出一种法理体系及相关做法。被指定负责

监测公约中规定的各项权利的权威性联合国机构已经对各项法律规定作了详细的解

释；还出现了一个概念性框架，专门用来分析和确定各缔约国在采取必要立法及政

策措施方面的相应义务；确立了监测各缔约国遵守公约情况的程序；确立了以人权

为基础设计和实施政策时需遵循的原则；并提出可选用的立法和其它措施，以确保

可持续性，方便在人权遭受侵害时提出维权、申诉和获得补偿，另外还提出了问责

制。下文将逐项对此进行简要介绍。 

《一般性意见》中的法律规范和相关解释  

食物权和社会保障权都包含在 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它们在 1966 年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进一步得到确立31。其第 9 条指出：“本

公约各缔约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权，包括社会保险”。在第 11.1 条中，各缔约

国承认食物权是人人确保自身及家人享有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的一部分，“包括充

足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在第 11.2 条中，各国承认人人

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并承诺要“通过单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采取必要

措施，包括具体计划”。 

《公约》（和其它有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对这些权利和其它权利的解释较为模

糊，因此又通过“一般性意见”对每项权利、其内容和对已批准公约的国家（缔约

国）有何含义等做了进一步解释。针对每项公约，联合国成员国都选举出一个独立

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监测各缔约国是否遵循这些解释。这些委员会还负责为各国政

府就实施提供指导意见，同时也为民间社会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发挥向政府问责的

                                                      
30 www.ohchr.org（先进入“你的人权”，再进入“国际人权”）。 
31 www2.ohchr.org/english/law/cescr.htm. 

http://www.ohchr.org/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esc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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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999 年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对充足食物权做出了解释32，而 2007 年的

《第 19号一般性意见》则对社会保障权做出了解释33。 

在《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的基础上，对此有兴趣的政府又按照 2002 年第二次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建议，进一步制定出了一套实用的《食物权准则》，并于

2004 年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34。 

各国义务以及对实施情况的监督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1 条对各缔约国提出了实现公约中各

项权利的一般性要求。“本公约的各缔约方均应单独和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

是经济和技术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采取措施，包括采用立法措施等一切

适当手段，逐步充分实现本公约中承认的各项权利。”其中的“逐步”和“最大程

度利用现有资源”概念极为重要，是理解人权实现的关键，包括实现食物权和社会

保障权（或社会保护权），因为这些进程均为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实现的进程，绝不是短期内就能完全实现的不现实期望。 

关于社会保障的第 9 条和关于食物的第 11 条在解读时必须被视为是各项义务

的基础。各类义务（本报告第 1.4 节已对此做过简要介绍）包括尊重、保护和满

足，满足下面进一步分为促进或提供35。《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第 15 段）中对

充足食物权有以下解释： 

 尊重现有获得充足食物的途径的义务要求各缔约国避免采取任何妨碍现有获得

途径的措施，无需做出任何改变。 

 保护的义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确保企业或个人不剥夺他人获得充足食物的

途径。 

 满足（促进）的义务意味着各国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帮助人民更好地获得和利

用资源及手段，以保障自身生计，包括粮食安全。 

 最后，当某一个人或群体无法通过自己所能支配的方式享有充足食物权，各国

有义务直接满足（提供）该项权利。 

                                                      
32 www.unhchr.ch/tbs/doc.nsf/0/3d02758c707031d58025677f003b73b9. 
33 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_01_en.htm. 
34 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_01_en.htm. 
35 各国义务框架最早产生于 1981 年在挪威举办的一次联合国大学研讨会（Eide 1984），1987 年在受联合会防

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分委员会委托开展的一次有关充足食物权的研究中首次正式提出，研究

报告于 1989 年正式出版（UN 1987/1989）。这一框架最初由有关充足食物权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于

1999 年首次采用，此后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所有意见和其它有关人权方面各国义务的研究

或文件中均得到采用。 

http://www.unhchr.ch/tbs/doc.nsf/0/3d02758c707031d58025677f003b73b9
http://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_01_en.htm
http://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_0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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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提出了“食物权矩阵”，用于促使义务框架能

在与地方/家庭层面粮食安全情况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实现可操作性（Oshaug 等，

1994；参见图 8）36。报告中讨论的与食物权相关的社会保护措施主要属于各国的

“提供”和/或“促进”义务类别。要想系统化实现粮食安全，就必须按照本报告中

提出的建议，履行根据不同粮食安全特征具体化后的所有各类义务。同时还可以为

其它生计相关内容构建类似的矩阵。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各缔约国都应遵循第 16 条，就自身采

取的措施和在遵循《公约》承认的各项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报告。设计这种义

务性报告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帮助各缔约国按照《公约》履行自身义务，并努力实现

一系列目标（参见 UN CESCR，《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2-9 段）。国际层面的

监测工作由公约各委员会（条约机构）在各国定期义务性报告的基础上开展，通常

还有民间社会的替代报告或“影子”报告作为补充，还要加上一些特定研究。其目

的是与各国政府就特定困难和造成违反法律规定的其它原因开展对话，最后提出

“结论”，包括就各国在下份定期报告前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补救或改善情况提出

建议。所有相关材料均可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上公开查阅37。 

图 8. “食物权矩阵” 

 
家庭粮食安全 

充足食物 
充足食物的 

可持续供应 

充足食物的 

稳定获得 

饮食充足 

（数量、 

营养质量） 

无有害物质、 

可安全食用 
为特定文化 

所接受 
具备环境上和经济上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 

家庭具备获得食物的社会、

经济和实际途径；不干扰 

其它人权的享有 

尊重      

保护      

满足 

促进 
     

提供      

资料来源：改编自 Oshaug 等（1994）。 

在人权理事会下设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是一项新增特殊程序，目的是加深各方对

具体权利和相关国家义务的理解，并进一步监测和讨论受邀访问各国时发现的各国

表现和问题。此处要特别关注的是食物权特别报告员（目前由 Olivier De Schutter

                                                      
36 最初由 Oshaug 等（1994）于 1986 年提出，脚注 33 中提及的联合国研究报告中首次采纳这一概念。本处为

与《第 12号一般性原则》中的充足食物权核心内容保持一致，已对此进行调整。 

37  www.ohchr.org。 

家庭粮食 

安全特征 

国家义务 

类别 

http://www.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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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担任）和极度贫困和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Magdalena Sepúlveda Carmona 博

士）。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访问各国后编写的报告都可通过电子方式查阅38。 

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时需遵循的一般性行为准则 

从 21 世纪初开始，有一项进程就在不断演化，其目的是为采用以人权为基础

的方式处理与发展相关的各类问题和活动制定相关原则。在联合国发展小组

（UNDG）的牵头下，2003 年通过了《关于在发展合作和规划过程中采用以人权

为基础的方式的共同谅解声明》39。2006 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颁布了《关

于在减贫战略中采用以人权为基础的方式的相关原则和准则》40。这两份文件都

旨在为所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政策及计划的实施活动提供指导方针。在这些最新进展

和 2004 年《食物权准则》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教训基础上，粮农组织食物权科提

出要采用以下七条原则，英文缩写表示为 PANTHER（便于记忆）：参与、问责、

非歧视、透明度、人类尊严、赋权和遵循法治，粮农组织为其中每一条都做了详细

注释41。 

有几条原则对于粮食安全相关社会保护措施的设计和实施尤为相关，而且食物

权和社会保护权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融合将使这些原则变得更为有用。一些国家已经

采纳了全部原则或部分原则，甚至在最近有关粮食安全的立法中采纳了更多的原

则，具体例子包括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巴西。 

补救和问责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 9 号一般性意见》涉及《公约》在各国的

应用42。它还涉及在侵权或无法履行相关义务时对权利人的补救问题。 

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无须解释为一定需要司法补救。行政补救在许多情

况下就已足够，而生活在某缔约国司法管辖之内的人们依据诚信的原则理应期

待所有行政当局在它们的决策中考虑到《公约》的要求。任何此类行政补救

措施都应是人们可以获得的、可负担得起的、及时的和有效的。对此类行政程

序的最终司法上诉权有时也有必要。同样，对一些义务，如不歧视的义务（绝

不限于这一义务），提供某种形式的司法补救似乎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满

足《公约》的要求。换言之，每当没有司法机构的作用便不能充分实施某项

《公约》权利时，司法补救措施就是必要的（GC9，第 9段）。 

                                                      
38 www.srfood.org and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PovertyStrategiesen.pdf。 

39 在联合国改革背景下制定，并发布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04年世界儿童状况》中，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unicef.org/sowc04/files/AnnexB.pdf。 

40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PovertyStrategiesen.pdf。 

41 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12/rtf-fs2_en.pdf。 

42 www.unhchr.ch/tbs/doc.nsf/0/4ceb75c5492497d9802566d500516036?Opendocument。 

http://www.srfood.org/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PovertyStrategiesen.pdf
http://www.unicef.org/sowc04/files/AnnexB.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PovertyStrategiesen.pdf
http://www.fao.org/righttofood/publi12/rtf-fs2_en.pdf
http://www.unhchr.ch/tbs/doc.nsf/0/4ceb75c5492497d9802566d500516036?Opendocument


100 
 

关于食物权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和关于社会保障权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

见》都提到了个人或团体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有权获得补救的问题（详情参见这些文

件）。这些规定保障了获得补救的人权，而补救同时也成为使国家及其实际操作责

任人对自己的许诺和行为负责的具体机制，如社会保护权的落实。权利人在认为自

己有权参加某一计划但却被不公平排除在外，或认为计划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时，都

可提出合法索赔要求。只有在已确立关于补救的国家文化和广义问责制度的地方，

与计划相关的补救措施才可能最有效。 

国家立法和框架法律的概念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1 条指出： 

本公约的每个缔约方均应单独和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

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采取措施，包括采用立法措施等一切适当手

段，逐步充分实现本公约中承认的各项权利。”43
 

可供选择的立法措施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就以粮食安全为目标的社会保护或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护制定一项“框架法律”。这个想法相对较新，但正变得越来

越重要，并在最近几份《一般性意见》中被频繁提及。Khoza（2005）以南非的立

法环境为基础，就此类法律对于实现食物权所起的作用做了阐述。他将框架法律的

总体目标描述为“启动经过系统化界定的、复杂的实施过程…在寻找当前法律框架

的漏洞或空白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出发点……因此，它为政策及某些领域具体立法

的制定工作提供了基础”（Khoza，2005，第 194页）。 

《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就关于食物权的国家战略背后的立法基础做了以下

阐述： 

在实施上文提到的国别战略时，各国应对随后进行的国内和国际监测工

作制定可核查的标准。在这一方面，各国应该考虑通过一项框架法律，作为实

施食物权国家战略的一项主要文书。该框架法律应规定：其目的；应实现的目

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定的时限；宽泛解释可以用来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特

别是预期与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对这一进程的体制性

责任；监测这一进程的国内机制以及可能的申诉程序。在制定这种标准和框架

立法时，缔约国应积极地吸收民间社会组织参加。（GC12，第 29段）。 

关于社会保障权的《第 19号一般性意见》还提出了框架法律的概念。 

各缔约国最好能采用框架立法来实施社会保障权。此类立法可包括：

(a)要实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限；(b)实现目的的手段；(c)与民间社会、

                                                      
43 楷体为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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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可能开展的合作；(d)该进程中的体制性责任；(e)国家监

测机制(f)补救和索赔程序（GC19，第 72 段）。 

极度贫困和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Magdalena Sepúlveda Carmona在应邀访问几个

国家后，按照自己的经历,就将社会保护措施纳入国家立法的重要性提供了以下实证

证据。 

“在那些已经建立了社会保护计划、且计划得到立法或宪法保护并以人

权框架为基础的国家中，最容易陷入经济困境的个人及家庭的权利得到更好保

护，从而能够依赖社会保护机制减轻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拉丁美洲一

些建立了良好、充分社会保护体系的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之前尚未确立

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保护机制，那么各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投资就不易应对经

济下滑带来的影响，尽管投资仍能够对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人们提供重要的支

持”（Sepúlveda和Ny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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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料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1)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44中关于发展过程

中人权问题的一般性资料信息；(2)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特别网站45；(3)粮农组

织食物权小组网站46。后者可提供丰富的资源，包括一个知识中心，里面包含一个

有关充足食物权的互动性自学材料、一个包含各类实施相关具体工具的工具箱、有

关将食物权主流化纳入次国家计划和战略的定期更新资料等等。 

                                                      
44

 www.ohchr.org 
45

 www.srfood.org 
46

 www.fao.org/righttofood 

http://www.ohchr.org/
http://www.srfood.org/
http://www.fao.org/rightto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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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高专组项目周期 

高专组成立于 2009 年，是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革过程的一部分，其目的

是：评估和分析目前粮食安全及营养状况及其深层根源；针对与政策相关的具体问

题，提供科学的、有知识依据的分析及建议，同时利用现有的高质量研究、数据和

技术研究成果；发现新问题，帮助各成员国确定今后对关键重点领域采取行动和给

予重视的优先次序。 

高专组接受粮安委的领导，并向粮安委报告。在编写报告、提出建议时，不受

各国政府立场影响，以确保全面利用各种分析和建议为辩论过程提供信息，丰富辩

论内容。 

高专组采取双层结构： 

• 指导委员会，由粮安委主席团任命的15位粮食和营养相关领域知名国际专家

组成。高专组指导委员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而不是代

表各自的政府、机构或组织参与此项工作。 

• 项目组，以某一项目为基础设立，由指导委员会挑选人选和负责管理，项目

组负责就特定事项开展分析/编写报告。 

为确保整个过程的科学性、可靠性、透明度和对各类知识的包容性，高专组按

照粮安委确定的具体规则行事。 

各份报告由有时限、按话题设立的项目组完成编写工作，项目组成员由指导委

员会挑选和管理，并接受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报告的项目周期虽然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仍明确划分为各个不同阶段，如

由粮安委具体提出政治性问题和相关要求，由指导委员会科学立项，由有时限、按

具体话题设立的项目组开展工作，公开开展外部磋商来充实知识，接受外部科学评

审等（图 9）。 

该过程鼓励指导委员会和项目组在整个项目周期中，与高专组人才库以及世

界上所有相关人员和对此感兴趣的人员开展科学对话，争取吸收各类不同的科学

观点。 

正因为如此，高专组要就每份报告开展两次外部磋商：第一次关于研究范围；

第二次关于首稿（零草案）。这一做法有利于让所有感兴趣的专家、高专组人才库

里的专家（目前共 1 200 名）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为本过程做出贡献。随后，项目

组将认真审议这些相关意见，包括社会知识，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报告草案需接受以实证为依据的独立审查。报告随后要经过定稿和讨论，最终

由指导委员会开会通过报告。 

获得指导委员会通过的报告随后交由粮安委公布于众，为粮安委内部的讨论和

辩论提供更多信息依据。 

与高专组、其工作流程、以往报告相关的信息均可参阅高专组网址：

www.fao.org/cfs/cfs-hlpe。 

http://www.fao.org/cfs/cfs-hlpe


104 
 

图 9. 高专组项目周期 

 

CFS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HLPE 粮食安全与营养高级别专家组组 

StC 高专组指导委员会 

PT 高专组项目组 

资料来源：HLPE，2012。 

粮安委在全会上确定高专组使命 

指导委员会确定项目的监督方式，并提出研究范围 

通过公开电子磋商就研究范围初步方案征求意见 

指导委员会指定项目组，并确定其职责范围 

项目组完成报告零草案（V0） 

零草案通过公开电子磋商征求意见 

项目组确定报告一稿（V1） 

高专组将一稿提交给外部评审人，接受学术和实证评审 

项目组准备报告批准前的二稿（V2） 

二稿正式提交给指导委员会批准 

获得批准的定稿提交给粮安委公布于众 

高专组将报告提交给粮安委，供讨论和政策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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